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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于 2009 年经历了一次改革，通过加强协

调及政策连贯性和为各国各区域提供支持与建议，以更有效地对粮食安全和营养进

行国际治理。改革后的粮安委设立了一个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为政

策的制定提供可信的、以科学和知识为基础的建议，从而在知识和公共政策之间创

建起一种联系。高级别专家组由 2010 年指定的一个指导委员会领导，而我很荣幸担

任该委员会的主席。高级别专家组的工作是为粮安委的政策议程提供支持：这就决

定了专家小组的各份报告都是按照需求编写的。它还负责就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提高

认识。 

目前，外国投资者的购地问题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关注。在意识形态两种不

同观点的影响下，这已引发了热烈的政治争论，虽然“对土地的抢夺”被认为是一

件“坏事”，但同时对农业的国际投资又被认为是必要的，是件好事。正是在这一

背景下，粮安委于 2010 年 10 月要求高级别专家组就土地权属和对农业的国际投资

编写一份报告，特别注重“大农场和小农场的各自作用，包括其经济、社会、性别

及环境影响；就能对可用土地绘图的现有工具进行审核；对使大规模投资活动能和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保持一致的各种工具进行比较分析。” 

本报告包含高级别专家组的分析结果和建议，已由指导委员会批准，并提交给

粮安委。 

高级别专家组遵循粮安委一致同意的严格的规则行事，以确保整个过程做到科

学合法、可靠、透明和充分利用各类知识。高级别专家组指导委员会十分重视合理

的方法，并严格遵循相关程序。本报告由指导委员会指定的一个项目组完成，并由

指导委员会负责监督。该过程还具备公开性和透明性，并接受各种不同的观点、建

议和批评意见：项目组的职责范围和编写的初稿（V0）曾通过电子方式公开征求意

见1。报告终稿已经由三位独立的著名专家审核，随后由项目组最终定稿，提交给指

导委员会批准，最终提交给粮安委。指导委员会已于 2011 年 7 月 12-13 日在阿姆斯

特丹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批准了该报告。 

我谨向指导委员会所有成员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是那些抽出自己宝贵的时间，

与 Rudy Rabbinge 共同监督本报告的编写工作的人，感谢项目组组长 Camilla 

Toulmi，感谢项目组成员，感谢不知名的外部审稿人，感谢高级别专家组秘书处在

Vincent Gitz 的领导下付出的辛勤劳动。他们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能够如此积极

                                                      
1  高级别专家小组网址 www.fao.org/cfs/cfs-hlpe 上有相关链接，能帮助人们了解以电子方式征求意见的完整记录，

具体内容可通过粮食安全和营养全球论坛查阅。 



6 
 

应对，编写出如此高质量的报告，的确值得骄傲。这里面包含着所有相关人员顶住

重压付出的辛勤劳动。我还要对无数专家不顾麻烦，建设性地参与我们的电子征求

意见的过程表示钦佩。我要感谢所有这些人。因此，本报告能做到高质量和切题，

完全离不开那些关注在地球上消灭饥饿的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 

我们希望，有关土地权属和国际农业投资的本份报告将促进农田和土壤资源保

护，以实现可持续粮食安全，提高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按照在土地使用

和管理过程中注重自然、穷人和妇女权益的原则，重振小规模农业。这就是我提议

创建“全球土壤伙伴关系”的原因，该伙伴关系将很快由粮农组织创建。这也是我

为什么认为我们需要开展一场科学设计的“土地管理运动”，以确保在 2050 年为地

球上预计将达 90 亿的人口提供粮食安全。 

我们希望，本报告将有助于在将于 2011 年 10 月召开的粮安委下届会议上为政

策辩论添加新的内容，并促使在充分考虑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自愿准则”的基

础上，为负责任农业投资制定原则。我要衷心感谢粮安委主席及成员、粮安委主席

团和粮安委顾问小组在高级别专家组开始运作的首个年度中给予我们的鼓励。 

 

高级别专家组指导委员会主席 MS Swaminathan，201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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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决策者提供的总结和建议 

 

背 景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在 2010 年 10 月召开的会议上要求粮食安全和

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高级别专家组）对土地权属和对农业的国际投资进行一次

调研，并向粮安委 2011 年 10 月的下届会议提交调研结果。高级别专家组的调研工

作主要就以下三大领域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i) 大农场和小农场各自的作用，包括其经济、社会、性别和环境影响； 

(ii) 就能对可用土地进行绘图的现有工具进行审核； 

(iii) 对使大规模投资活动能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保持一致的各种工具进行比

较分析。 

鉴于该话题很大，本研究组决定将重点放在大规模土地投资上。我们承认，土

地承受的压力来自国内和国际投资，而且两者往往相互关联。然而，国际投资尤为

重要，因为全球层面资源的获得存在严重不均衡现象。土地正成为一种能和其他商

品一样交易的全球性资产。但土地仍有所不同，因为它为 20 多亿小农提供生计，其

中很多人都正遭受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土地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能提供宝贵的环境

服务，并具备社会、文化特性。 

过去 5 年，对土地和农业感兴趣的投资者在不断增加。虽然很难获得准确的统

计数字，但根据众人频繁引用的数据来看，有 5000 万至 8000 万公顷土地已经成为

国际投资者的谈判目标，其中大部分土地在低收入国家。人们通常认为，要满足当

代及子孙后代的需求，就有必要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本报告已认识到各区域和各国

在土地可供量、财产权和公共政策方面的情况多种多样。但如果众人引用的数字是

准确的，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担心此类征地活动对投资所在国家人民粮食安全造

成的影响。此类大规模投资能否带来积极后果，它是否注定会破坏当地人民的生

计，并带来社会和环境代价？由于政府在此类外来投资的管理和谈判过程中起着重

要作用，因此政府的作用就成为在制定投资条件时确保在当地土地使用者和投资者

之间确保合理平衡的一个关键，同时也是执行此类合同协议的关键。本报告为各国

政府、国际机构及投资者提出一些建议，以解决人们对征地活动日益增加所表示的

严重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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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点 

1. 根据众人频繁引用的数字推断，估计近年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中约有 5000

万到 8000 万公顷土地已成为国际投资者的谈判目标，他们希望购买或租用这些

土地。同时，尽管全球粮食产量较为充足，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中仍有约 10

亿人民缺少粮食，另有 10 亿人出现各种营养不良。自 2010 年末以来，粮价已

上涨至相当于 2007-08 年度粮价飞涨时的水平，将更多人民推入饥饿的深渊。 

2. 人们普遍认为，需要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来提高产量，以改善世界各地的粮食安

全状况。对土地的国际投资真的能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村生计吗？至今为

止，土地投资的实证表明，能做到这一点的很少。相反，大规模投资实际上对

当地人民的粮食安全、收入、生计和环境都造成了破坏。 

3. 各研究所、民间社团和媒体都在迅速搜集有关大规模征地的信息。尽管如此，

关于规模、合同条件、投资的影响等一些重要内容的准确数据却十分有限。

5000 万到 8000 万公顷估计已征用的土地中约三分之二位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

区。之所以缺乏数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投资者和投资所在国都对征地规模及

条件持保密态度。 

4. 大规模土地投资行为背后涉及的利益包括参与生物燃料和开采业等多种投资活

动的跨国公司、寻求粮食供应保障的外国政府、向邻国扩张的商业化农民以及

希望扩宽自身资产组合的金融机构。很多国家中的国内投资者也起着重要作

用，他们有时和外国资本联手合作。 

5. 已经宣布的土地交易中，有超过四分之三尚未显示出在农业产量方面有任何看

得见的投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投机性行为。其它的一些原因也可能包括迟

迟未能完成土地转让、筹集资金所需时间以及未完成和政府的谈判。 

6. 在很多出现大规模征地的国家里，土地、水及其它自然资源均为政府所有。因

此，政府在鼓励外来投资、提供土地、与投资方谈判和执行合同协议方面都起

着核心作用。由于国际上对土地投资的兴趣不断增加，一些拉美国家政府正在

对外国对土地的投资实施新的限制措施，以保护公民利益。 

7. 对粮食、饲料、生物燃料和矿产、木材的不断增长的需求正在推动大规模国际

土地投资。依赖粮食进口的各国政府希望通过购买生产力较高的外国土地来保

障本国的粮食安全。而欧盟及其它地方实施的用生物燃料代替石油作为运输燃

料的政策也正在推高对油棕、甘蔗和麻风树（jatropha）的强劲、不利于持续发

展的需求。 



9 
 

8. 水资源短缺和干旱等生态压力，再加上自然保护和诸如“扩展后的减少森林砍

伐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计划”（REDD+）的碳汇项目等环境政策，

也都促成了国际上对土地投资的不断增加。所有这些推动因素都可能在今后几

十年中不断增强，并和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不断变化的影响交织在一

起，给土地和水资源带来更大的压力。 

9. 金融部门是征用农地的一支相对较新的力量。它之所以对征地感兴趣，其原因

是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价格在不断上升，人们认为土地和水资源的价值也在上

升，而农地作为投资组合中一种全球性资产，其中的收益受最近国际金融危机

的影响较小。 

10. 对生物物理潜力的全球调查表明，目前仍存在相当大规模的土地储备，尤其是

在拉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原苏联。然而，这些储备不一定“可用”。相当

一部分土地已用作其他用途，比如农作和放牧，并提供关键的环境服务功能

（如热带森林、草地和湿地所发挥的作用）。生物物理普查中采用的卫星及航

拍技术也无法识别那些决定着地面土地使用情况的各种权利和机构。 

11. 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很多土地都被用于生产，但不一定都具备正式的书面

权利证明，这就使得此类习惯权利很容易被剥夺。妇女、依赖公共土地（牧

场、林地、湿地）的社会群体、少数民族和土著人民都处于尤为不利的地位。 

12. 拟转让的土地或事实上已经划给投资者的土地，其法定地位在各国各区域各不

相同。征用国有制土地较为常见，但政府也会动用征用权，理由是自己是从公

共利益出发，将私有土地或村属土地重新归类为公共土地。征地条件也有很大

不同，租期有长有短，也可成为永久性保有。在租赁情况下，年租金往往很

低，虽然也可能要求投资者承诺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很多合同都会提到就业

条款，但往往在细节或违规后果上没有明确规定。同样，对当地采购、产品加

工和缴税方面也往往缺乏约束性协议。鉴于这些合同通常是保密的，因此很难

对实际执行情况进行审查，政府机构、议会、当地人民、民间社团组织或媒体

也很难向投资者问责。 

13. 通常会要求投资商和社区进行磋商，但这一过程往往过于仓促，没有提供合理

信息，夸大好处，故意对不良影响轻描淡写。各参与方，包括投资者、政府、

当地人民，在谈判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和权力极不对称。结果，当地人民的利益

通常被损害，政府也会失去收入和为本国人口获取长期利益的机会。 

14. 本报告的具体任务是对大型和小型农业生产系统各自的相对作用进行分析，而

就它们的相对优点一直存在着争论。证据表明，由小农种植的多数作物，其产

量水平完全能和由大型商业化农场种植的相当，虽然在接下来的加工和销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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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其规模效益会有较大的差别。因此，问题就是大型和小型生产系统是否

能够共存，并为所有各方带来好处。就这种“三赢”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各方众

说纷纭，而在目前政府和投资方之间通常秘密达成的协议中，如何确保当地社

区的权利和利益是个核心问题。在很多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中，小农的数量

庞大，而且他们在为 20 多亿人民提供粮食、就业和生计机会中起着重要作用，

这使得他们成为农业发展战略的中心。然而，他们往往被忽略。政府不应该让

他们失去家园，相反，政府应该投入财力、人力和科技资源来改善小型农业生

产系统，帮助小农实现必要的规模，以获得本地和区域市场的准入，改善自己

的生活条件。 

15. 围绕国际土地投资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让小农能在有关自己农作系统未来的

选择、他们与国际投资者合作的条件方面有合理的发言权以及地方、国家和国

际层面现有政策和法规更有效的执行得以解决。本报告总结了改善国际土地及

农业投资的过程与结果时可以利用的很多措施和工具。有些具备强硬的法律效

果，有些则具备软影响，或者旨在促成消费者做出知情选择。在很多情况下，

这些能成为投资所在国政府能力薄弱时可以采用的替代手段。 

16. 最有效的办法可能是将不同参与方和不同层次的措施结合使用。通过这些措施

与工具以及与此相关的讨论，人们已经得出了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必须解决

政府与大型商业企业在行驶权力时存在的不对称现象，而且权力的使用通常都

对小农不利。治理、机构和激励机制薄弱，意味着无法实现“三赢”，除非地

方土地使用者及（代表他们的）政府能够采取更加强有力的行动。这还要求有

合理的补偿机制。由于国际（及国内）投资对土地造成的压力可能不断增加，

因此必须在与政府和投资者的谈判过程中更好地权衡弱势群体的权益。这一做

法应该符合大趋势，将公共投资集中在有利于社会包容和环保的小农农业及替

代性生产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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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以下提出的行动必须认识到，粮食安全是终极目标，各项措施都必须解决土地

使用人/占有人、政府和大型商业企业权力之间存在的明显不对称现象。围绕国际土

地投资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更有效地执行现有政策与法规得以

解决。然而，目前存在的治理、机构及激励机制薄弱问题意味着无法实现“三

赢”，除非能更加注重地方土地使用人和投资所在国政府的能力。同样，由于很多

问题十分复杂并相互关联，政策建议也应该按照不同部门、层面和参与方有所差别

化。鉴于未来国际（及国内）投资给土地带来的压力很可能会增加，因此必须在与

政府和投资者的谈判中更好地平衡弱势群体的权益。 

投资所在国政府 

1 今天做出的决策会对今后几十年很多人的生计及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影响。关于

大型征地行动的很多讨论都趋向于两级分化，而不是在寻求可能存在的共同立

场。这些投资活动直接影响到的人们必须有发言权。要在投资所在国就农业发

展和土地利用规划开展大范围辩论。各国政府应该首先发起此项辩论，农村贫

困人口（小农、土著人民、牧民、无地劳动者、林区居民、农村妇女等）必须

成为辩论的主力军，而来自自主民间社会的不断监督有助于保持公众对农业相

关工作的兴趣，以实现广义的可持续发展。各国政府应设立适当机构来负责组

织这项磋商和远景规划工作。政府必须制定明确、透明、公平、便捷的土地政

策，推动透明转让、公平获得、便于管理的登记与地契制度和公开透明的继

承权。 

2 投资所在国必须认识到，本国公民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及自然资源具有

“自由事先知情同意”的权利。各国政府必须加强和确保几百万目前资源权属

尚不明确的土地使用人的土地权利。这些人包括小农、牧民、轮垦者、渔民、

土著人民和林区居民。要特别关注确保妇女、少数民族和土著人民获得和行驶

权利。由于情况多样，因此在处理土地权属时必须采取多样化方式。各国政府

应在家庭和社区层面引入具有前景的低成本、下放式权利登记和管理制度。其

中必须包括公共资源，这对于很多低收入国家中的持续性农作、放牧及土著生

计混合系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大型土地投资步伐在不断加快，而且很多政府

行政部门的能力有限，社区权利登记对于生计保护和确保相关粮食安全的过程

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土地掌控和土地所有方面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下，应该实行

土地重新分配政策（如土地改革、土地返还）。在非洲，各国政府应遵循非洲

联盟的“土地政策准则”，该准则旨在通过加强小农的土地权利、改善妇女获

得土地的机会和消除土地交易障碍等措施，来改革农业发展方式。要在国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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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层面建立上诉及赔偿制度，包括针对人权及环境的相关制度。还需要建立

强有力的环境及社会影响评估流程。对务农妇女的影响需要特别关注，因为妇

女能得到哪怕是一小块土地，都有利于加强家庭粮食和营养安全。 

3 各国政府应遵循农业生态原理（参见附件），优先重视对小农场部门和替代性

粮食生产系统的投资，因为它们既具备包容性，又具备环境可持续性。大型土

地投资项目已经展开的地方，想要促进投资的政府应该鼓励能与当地农民合作

并创造就业机会的商业模式，而不是单纯购地的商业模式。由于在农业投资谈

判中往往存在严重的专业能力不对称现象，因此有必要为政府及当地社区提供

法律、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指导建议。其中一个方案是由粮农组织土地权属处提

供法律建议。还需要为投资建议书的严格审核提供支持。必须建立严格的制

度，把遵守投资计划及现有土地政策作为租地的前提。投资合同中应该保证有

一项条款，规定一旦投资者违反已定条款，或未能提供充分补偿，政府有权

（代表当地社区）终止租赁协议或合同。 

支持农民的声音和民间社团 

4 要加大支持力度，通过农民自己的组织来提高农民的代表性，重点关注小农、

无地劳动者、妇女、土著人民和少数民族、牧民和林区居民等农村贫困人口的

社会运动。也应该为支持农村贫困人口直接成为代表的其它民间社团组织提供

所需的制度空间。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运动组织和相关的民间社团组织应该在

国家和国际决策过程中得到更多的政治权重。这些组织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均需

要得到支持，以确保对国家和国际进程实施有效监督和问责。 

改良公司的做法 

5 投资者和商业企业都有尊重人权的法律责任，必须严守职责，避免在自身影响

范围内侵害人权。投资企业有责任提供充分的非司法补救手段，包括为人权侵

害事件的受害人提供有效的申诉机制。各国有责任确保人权不受辖区内各方的

侵害，并对商业企业进行相应监管，还应该为投资者造成的人权侵害事件提供

有效的司法补救手段。支持在他国投资的商业企业所属国及投资国必须依照

相关国际及区域人权规范及标准，确保自己的行为尊重和保护投资所在国的

人权。 

6 各国应在启动任何可能会影响到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计划、项目和措施前，与当

地社区进行有诚意的磋商，因为这些资源对当地社区的生计、社会及文化活动

非常重要。这些磋商活动的程序应该遵循“自由事先知情同意”的原则与相关

标准，还应遵循当地社区的习惯性规则和决策过程。这些程序应有利于所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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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人们能参与磋商，特别要确保妇女和年轻人的参与。磋商必须遵循公认

标准，在独立观察员的监督下，在有利于建设性对话的信任气氛中进行。 

捐赠国政府 

7 捐赠国应该更有效地协调自己在促进农业投资方面的双边和多边行动，为当地

农民带来积极成果。例如，有些捐赠国认为，提高小农农业的生产力和市场准

入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关键，而多边贷款方却一直在推动外来投资并为之提

供融资，包括大型征地行动。捐赠国还应该确保履行 8 国集团和 20 国集团在过

去两年中提出的要提高对农业的资金支持的承诺。这里面应该包括对公共基础

设施和政策制定的支持，以便为小农农业创建有利环境，因为证据表明，小农

完全可以成为全球市场上一支活跃、有竞争力的力量，而且小农场的发展是可

行和有利于减贫的。 

8 需要获得国际支持，以大幅提高用于农业科研和开发工作的公共资金，把重点

放在农业生态措施上。想要采用地球所能承受、能克服气候变化的影响和能将

土地利用变成净碳汇的方法，在 2050 年满足 90 亿人口的粮食需求，我们还面

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减少耕地进一步扩张对森林及草地造成的破坏，要特别

注重缩小“产量差距”，尤其是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里，同时也不能忘记

不断加强对生态可持续性的关注。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强一系列关键技能方面的

能力。 

国际投资者的所属国 

9 考虑到按照联合国人权体系中各条约组织的规定，国家有责任保护海外人权不

受来自本国领土的侵害，因此所属国政府有责任保证本国公司在运作中遵循人

权环境管理的最高标准。他们应该颁布法律，要求在海外经营的国民遵循国际

人权及环境标准，并设立机制，使投资所在国人民能就公司的行为进行问责。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10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应要求各国政府每年汇报自身为了将国际（和国内）投资

与粮食安全问题挂钩而采取的措施，包括那些防止投机对土地造成压力的措

施，如按照已定投资计划为租赁合同设置条件的措施。 

11 由于生物燃料的扩大生产在加快土地投资中起着重要作用，世界粮食安全委员

会应要求各国政府取消以粮食为原料的燃料生产指标，并取消生物燃料生产及

加工方面的补贴及关税。 

12 由于很多交易和投资活动新近才刚刚发生，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土地投资

潮’不太可能放慢速度”的预测（Deiniger 等，2011），粮食安全委员会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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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其《土地、渔业及森林资源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后，努力在粮农组织

内部设立一个土地权属和“食物权”监测点，以监督土地获得过程和《自愿

准则》的实施情况，确保投资能在所在社区及国家中起到减轻饥饿和贫困的

作用。 

13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应鼓励对区域进程提供进一步支持，包括非洲联盟的“土

地政策计划”，将这些区域进程与国家政策改革联系起来（如泛非议会和非洲

人权法庭）。 

14 在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领导的、就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进行的 12 个月的磋商过

程中，还应注意通过哪些手段能使投资最有效地促进粮食安全，尤其在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国家，并让所有各方都得以参与。 

 

 



15 
 

引 言 

本报告讨论涉及土地的大型国际投资对投资所在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目前，尽

管全球粮食产量充足，但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仍有 10 亿人民面临粮食短缺，还有

10 亿人遭受各种类型的营养不良。自 2010 年末以来，各类食品价格继续呈上涨态

势，将更多人推入贫困及饥饿的深渊。但近年，中等收入及低收入国家中估计有

5000 万至 8000 万公顷土地通过租赁或收购被国际投资者征用。这会对投资所在国、

投资国及第三国造成什么影响？是否存在“三赢”的可能性，让投资者和投资所在

国政府都得获得合理收益，同时又能满足当地人民的需求？从最近的大型征地活动

看，这样的情况很少。相反，我们看到它在生计、就业和环境方面都给当地人民带

来了很多破坏性影响。 

虽然农业投资有很多方式，但本报告侧重于那些通过租赁或收购涉及到长期土

地权利、目的在于建立种植园等大型生产项目的投资。虽然研究表明本国征地占有

主要地位，但本报告将侧重于国际投资。本研究主要关注大型国际土地投资所在国

的粮食安全需求，特别是对投资所在地区农村人民生计的影响。然而，研究也认识

到，可能有其他人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受到威胁，如所在国的城市人口，或投资国的

人民。 

该报告明确指出了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政府积极寻求的国际投资给粮食安全

和食物权所带来的风险。相反，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在限制外国对土地的投资。玻利

维亚已经实施了限制。其它国家正在宣布类似的措施，包括巴西、阿根廷和厄瓜

多尔。 

本报告以现有实证为基础，其中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很多新资料是过去几

个月才出台的，特别是以灰色文献的形式出现2。由于本报告的时间安排，对这些材

料只能做简单介绍。其次，尽管证据在快速增多，但仍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解答，

关于土地投资的规模、地理位置、特征和影响等重要方面的准确数字依然十分有限。 
 

                                                      
2  除了大量单项研究外，特别有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的还有大量由粮农组织、农发基金、世界银行和

瑞士发展与合作署支持的大量研究活动，还有由国际环境和与发展研究所（IIED）、GRAIN 、粮食与发展政策研

究所信息和行动网络、国际土地联盟等等提供指导的一些研究项目。此外，法国政府各部门在分析和政策方面也有

积极参与，包括通过法国开发署/外交部土地权属及发展技术委员会的参与和联合国食物权特别报告员的积极参与。

乐施会的报告《种植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也提出了宝贵的见解。学术界最近才开始追赶上来，在一次最大规

模的社会科学学术会议上就此主题发表了首批约 120 份科学论文，会议由土地交易政治计划 ILDPI，
http://www.iss.nl/ldpi）和《农民研究杂志》共同在萨塞克斯的发展研究所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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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土地投资规模 

1.1 换手的土地有多少？ 

表 1 总结介绍了有关国际土地投资的一些最新报告。在解读这些数字时需要谨

慎，因为它们都是粗略、未经统一计算的数字，有些还不包括低于 1000 公顷的地

块。此外，这些数字也并不全面。有些估计数包括仍在谈判中的交易，也不明确区

分租赁的土地和购买的土地。数字都是根据国内研究和媒体报道相结合得出的。国

内研究往往低估面积，因为要想获得公司或政府信息很有难度，而媒体报道则往往

高估相关面积，因为有些大宗土地交易虽然在媒体上已有报道，但最终却没有变成

事实，有些甚至可能被取消。其中还可能包括国内征地。最后，由于土地交易都是

在保密情况下完成，缺乏透明度（Visser 和 Spoor 2011），因此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

冰山一角。总之，据 Wily（2010）估计，最近的土地交易中有三分之二发生在非洲

撒哈拉以南地区。 

虽然各方对于到底有多少土地在换手尚不确定，但所有资料都一致认为土地换

手呈上升趋势，而且可能会持续下去。 

表 1：大型土地投资所涉及的土地面积估计总量 
土地面积 
（公顷） 

分布情况 时间段 资料来源 计算方法

250 万 埃塞俄比亚、 
加纳、马达加斯加、
马里和苏丹 

2004-2009 年 Cotula 等 2009 根据国内研究结果
系统统计 

5100-6300 万 非洲 27 个国家 截止到 2010
年 4 月

Friis 和 Reenberg 
2010

根据媒体报道系统
统计 

约 150 万 马里、老挝、 
柬埔寨 

截止到 2009
年

Görgen 等 2009 根据国内研究结果
系统统计 

>350 万 哈萨克斯坦、 
乌克兰、俄罗斯 

2006-2011 年 Visser 和 Spoor 
2011

媒体及网络资料

4660 万 81 个国家 2004-2009
年?

Deiniger 等 2011 根据媒体报道系统
统计 

430 万 巴西 截止到 2008
年

Wilkinson 等
2010

- 

545,000 马里 截止到 2010
年底

Baxtor, 2011 实地考察、
政府文件 

360 万 埃塞俄比亚 2008-11 年 Horne, 2011 实地考察、
政府文件 

1500-2000 万 “穷国” 2006-09 年 国际粮食
政策研究所 2009 

- 

>8000 万 全球 2000 年至今 国际土地联盟 根据经核实的媒体
报道系统统计

约 1500-2000 万 全球 2000 年至今 v. Braun and 
Meinzen-Dick 
(2009)

根据媒体报道估计

 
不确定 

 
全球 2007-2008 年 GRAIN 2008

 
媒体及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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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有农作系统、土地财产权的强度和政策而言，这些土地投资的背景相互之

间差别极大。有些投资者会接管现有大型商业化农场，往往将几个农场合并，改善

管理系统，投资新设备。在这些情况下，当地人民被迫离开家园的情况相对较少。

但在很多情况下，国际投资者看中的土地都是小农、牧民及土著人民已经在利用的

土地。这种征地行为对他们的权利、粮食安全及生计造成了极大影响。 

1.2 是谁在对土地投资？ 

受长久以来对土地及其它战略资源争夺的驱使，大型征地活动可追溯到殖民时

期。过去 50 年里，跨国公司不断成长，不断扩大自己在全球对粮食、动物饲料、生

物燃料和矿产的掌控（Weis 2010, White 和 Dasgupta 2010）。 

近来，一些新的国际参与方，包括各国政府及一些海湾国家、中国、利比亚、

印度和韩国的一些公司也开始购买土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应对 2007-08 年度的农

产品价格飞涨。粮食生产并不是土地交易背后的唯一原因。购买土地的后面还隐藏

着很多利益，如生产生物燃料、林产品和矿产，这使得全球范围内争夺资源的新、

老参与方在不断增多。 

1.2.1 多层面交易 

土地交易发生在多个层面，既有区域内部交易，也有跨区域交易。例如，截止

到 2010 年，南非商业化农民协会（AgriSA）据称已在刚果共和国收购了 20 万公顷

土地，同时还在和 22 个非洲国家政府谈判（Hall 2011）；巴西农民在玻利维亚收

购的土地已从 1993-94 年的 1.9 万公顷（相当于总耕地面积约 8%）增加到 2008-09

年的 17.5 万多公顷（相对于总耕地面积的 25%）（Mackey 2011; Urioste 2010）；

而英国有意在东欧收购土地，越南的兴趣则在老挝（Kenney-Lazar 2011）。例如在

乌拉圭，过去 10 年中邻国的农业投资者已经购买了大片土地用于林业开发，致使非

国民持有土地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9%上升至 2009 年的 21%（乌拉圭普查 2010）。

土地交易还发生在国内，有的不涉及外国政府和外国公司，有的则与外国政府和外

国公司合伙收购，此类现象在印度尼西亚（McCarthy 等 2011）、巴西、印度

（ Levien 2011 ）和俄罗斯（ Visser 和 Spoor 2011 ）都有发生。由世界银行

（Deininger 等 2011）及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与粮农组织及农发基金

（Cotula 等 2009）联手开展的定量研究表明，本国国民收购的土地在征地总面积中

占很大比例，有些情况下占到多数。 

1.2.2 众多不同利益 

大型土地投资牵涉到一个错综复杂的全球利益体系。投资可以是直接或间接投

资，可以是国际性或国内投资，可以是生产性或投机性投资，也可以是来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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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或农民的投资。直接参与方包括那些寻求土地来种植粮食、饲料和生物燃

料的公司（Gillon 2010, Franco 等 2010; McMichael 和 Scoones 2010）。而养老基金

管理人、房地产集团和金融资本等间接参与方则把土地作为扩大投资组合的一种新

资产。2007-08 年的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系列金融工具的投机行为所造

成的，而自危机以来，人们一直担心国际土地投资已经成为金融机构投资组合中的

一种新内容。对任何一种资产进行“投机”的目的都是在购买资产后期望其价值能

够上升，而不是对其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规划。 

证据表明，很多土地交易完成后都没有后续的生产性投资，只有 20%的已公布

投资项目在后期真正进行了农业生产活动（Deininger 等 2011）。投机可能是其中

的一个原因。然而，要想说清楚有多少国际土地投资属于“投机”却非易事。除了

投机以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如：与受影响人群进行磋商可能会提高项目成本或

拖延项目实施（Cotula 2011）；“缺乏双边投资协议，难以确保投资者的资产安全

及将收益转移出去的权利…致使本区域一些已原则上达成的关于在其它国家征地的

协定最终流产（或至少出现拖延）”（Hall 2011）；“国家迟迟未能移交土地和发

放款项”（Davis 和 Lahiff 2011）；“多数投资者一直无法完成所有租赁程序。有

些投资者两年多前就开始这一程序。程序过长的原因是，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要

想在实地获得 1-3 万公顷未开发土地非常困难”（Andrianirina Ratsialonana 等

2011）。因此，这些原因加上金融危机和随后采取的信贷限制措施的影响，投资者

完成交易的积极性开始显现消退迹象。有些已经公布的交易也被拖延或取消

（Smaller 和 Mann 2009）。 

各国政府在转让土地之前，往往要求投资者出示一份商业计划，并表明购地后

的开发意图。如果投资活动违反了土地合同中的具体规定，交易将被视为无效，政

府将收回土地。然而，各国却缺乏能力，难以监督投资者是否遵循了商业计划中的

规定。同样，各国政府往往也缺乏这方面的权力与政治意愿。 

1.2.3 各国政府在中央层面的参与 

各国政府在中央层面也在参与。在很多投资所在国，土地在法律上都由国家所

有或掌控。因此，政府机构在国际土地投资活动中起着核心作用。所涉及的机构有

多种，包括投资促进机构、农业部、规划部和土地部、总统办公室和地区政府。由

于多个机构都与土地问题相关，可能会导致冲突及混乱（Cotula 2011）。很多情况

下，政府会利用自己的征地权剥夺地方土地权（Deininger 等，2011）。有几个国家

政府（如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柬埔寨）就采取积极措施，确定哪些

“现有”土地可以划给投资者。多数政府已设立投资促进机构，为寻求购地的人提

供门户，为外国资本提供“一站式”服务。例如在柬埔寨，政府已为投资者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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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土地租界”，1998 至 2010 年间总共接近 200 万公顷。这些租地中有很多被

用来种植桉树、甘蔗、油棕和橡胶，大多数由国内投资者拥有的种植园都与外国资

本有所关联。 

除了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土地外，政府还会对投资者的权利进行限制。例如，厄

瓜多尔于 2009 年通过了一项土地与粮食主权法律，禁止开采不可再生资源，不鼓励

种植单一作物(Valle, 2010)。玻利维亚向土著人民授予土地集体所有权，并在 2006

年通过的《宪法》中限制外国人购地（Urioste, 2010）。巴西出于对国内粮食安全

的担忧，也已开始限制外国对农地的新投资（Sauer 和 Leite, 2011）。 

1.2.4 国内投资者可能比外国投资者更重要 

虽然本研究侧重国际土地投资，但如果忽略国内土地交易所占的份额，本研究

就不够完整。人们对国内征地以及阻止此类土地交易时遇到的困难正表示出越来越

多的担忧。例如，O’Brien（2011）就记录了肯尼亚精英阶层的购地现象以及解决这

些问题时遭遇到的政治意愿缺乏问题。Deininger 等（2011）突出指出，据记录，在

大型购地交易中，尼日利亚和柬埔寨国内土地交易所占比例分别为 97%和 70%。然

而，要注意的是，在不同国家中，国内购地者所占的比例存在极大差异，利比里亚

的比例只有 7%。但总体而言，这些国内精英阶层都与外国资本有着直接或间接联

系，例如柬埔寨 Kampong Speu 和 Pursat 的大型土地交易（分别为来自泰国及中国

的资本）以及菲律宾的 San Miguel 公司土地交易（涉及到来自马来西亚的资本）。

同样，如果对外国人购地有法律限制，投资者也可能为避开这些限制而寻求与国内

参与方合伙。 

这些国内购地交易和外国土地投资一道，加深了与土地分配相关的一个历史问

题。一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如巴西为 0.86（Sauer 和 Leite, 2011），厄瓜多尔为

0.80（Valle 2010），就清楚地显示了土地集中化的这一历史过程。大型土地投资造

成了更多的资产流失和流离失所现象，这将使很多国家原本已经非常棘手的土地分

配现状进一步恶化，很可能会引发进一步冲突及暴力。 

1.2.5 当地参与方 

在国际辩论中，人们经常提及征地对“当地社区”和“当地人民”所产生的影

响。然而，当地不同利益之间通常有着极大差别，在财富、权力、地位及性别方面

也有极大差别（Bernstein 2010）。传统首领、当地企业家及区政府官员等都可能在

为土地交易牵线搭桥，往往把个人利益置于社区利益之上，Borras 等（2011）对莫

桑比克的一个案例的介绍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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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什么在驱动对土地的投资? 

土地投资增加的背后有着各种驱动因素，包括强制要求运输部门使用一定比例

生物燃料的政策、很多经济体为促进工商业快速发展而寻求原材料、政府在面临粮

价波动时努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以环保的名义要求征用大片土地的政策、私有部

门对通过商品生产获取商业回报的兴趣等。 

2.1 公共政策驱动 

2.1.1 各国政府为本国人民寻求粮食安全 

对于多数政府而言，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是一项工作重点，因为粮食短缺对人

民而言是一种灾难，同时也会威胁政治稳定。过去 5 年的粮价波动促使各国加大了

对粮食安全的追求，包括通过在国外租赁和收购土地等方式。在需求不断增加、气

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频发和国际资金对农产品市场的兴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价

格波动可能会持续下去，甚至进一步加剧（参见 HLPE 2011）。 

一些国家在努力通过对本国农业部门投资来满足自身需求。例如，虽然不久前

沙特阿拉伯曾通过大范围补贴和用水密集型生产实现了小麦自给自足，但 2007 年又

重新开始进口，到 2016 年将彻底放弃小麦生产。导致这一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

不可再生的化石水资源在不断被耗竭。因此，“阿卜杜拉国王农业计划”开始在国

外开展土地合作投资，为沙特阿拉伯生产所需粮食（Woertz 等，2008; Woertz, 

2009）。同样，利比亚一直在乌克兰和马里租赁土地，为本国人民生产粮食。 

中国也一直在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包括对国内生产和农业研发进行大规模

公共投资（Foresight 2010）。然而，政府认识到，要想实现自己提出的靠国内生产

满足 95%粮食需求的承诺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其中部分原因是收入不断增加，对肉

类、鱼类及水果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由于气候变化、城市发展占用农地、集水

区管理及水土流失防治等活动占用土地，土地和水资源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

此，中国政府一直支持中国公司在国外投资大片土地，以确保大豆、棕榈油、橡胶

和木材的供应，投资目的地包括巴西、阿根廷、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柬埔

寨、老挝、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赞比亚、菲律宾、喀麦隆

和塞拉利昂（Visser 和 Spoor 2011; UNEP 2011）。 

2.1.2 经合组织的政策驱动 

一些区域集团在对农地的国际性投资中有着重要影响。例如，欧盟的生物燃料

指令要求，到 2020 年 10%的运输燃料必须是生物燃料。这使全球的土地面临着生

产充足原料（油棕、甘蔗、麻风树）的巨大压力，对粮食安全产生了间接影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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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生物燃料政策为用来生产乙醇的本国玉米生产提供高额补贴，给其它国家的土

地带来了间接压力，同时还推高了世界玉米价格。 

2.1.3 非洲联盟的作用 

非洲联盟 2003 年的非洲农业发展综合计划（CAADP）要求各成员国政府将政

府支出的 10%投资于农业。多数国家尚未达到这一目标，很多国家正在通过土地交

易寻求私人国际资金来填补资金空缺。非洲农业发展综合计划特别重视灌溉面积的

扩大（目前非洲灌溉面积只占 4%）。有些国际投资者愿意提供灌溉基础设施，交

换条件是租地或购地。例如，当利比亚在马里购买了 10 万公顷土地时，利比亚政府

就挖建了一条运河，为耕地供水。 

2.1.4 投资所在国及投资国的政策激励因素 

在很多缺乏资金的国家中，政府希望能够吸引私人投资。他们还在努力减少投

资壁垒，如清关手续繁琐，或设立一个企业所需的天数等。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

司已经为“商业气候”改革提供了支持，一些双边捐赠国也为此提供了支持。为了

吸引投资者，各国政府都在提出优惠条件，如延长免税期，低价或无偿提供大片土

地，制定保护投资者不受投资所在国法律修改的影响的条款等。外国投资者可以利

用国际投资法的相对效力，并在出现纠纷时利用仲裁制度。很多资本实力雄厚国家

的政府也通过支持派出贸易和投资团组、提供担保和保险、提供国有银行信贷和政

治支持等手段，鼓励本国投资者扩大投资。 

2.2 来自私有部门的国际投资 

虽然政府政策可以为在海外的投资提供激励作用，但在土地投资方面一直走在

前列的还是私有部门。一项针对 4 个非洲国家的研究表明，2004 至 2009 年间总购

地面积中有 90%是（国内及国外）私有部门所购，而剩下的 10%由外国政府机构直

接购买（Cotula 和 Vermeulen, 2009）。 

2.2.1 粮食与饲料生产 

对未来的预测表明，由于人口增长、收入增加、城市化及饮食习惯改变，粮食

需求到 2050 年将增加 70%。目前世界人口所需的粮食有约 70%由小农生产（ETC 

2009），在很多低收入国家中，60-80%的人口主要以小农生产为生。在无力对工业

或服务业进行大力度投资的情况下，支持小农生产的发展与繁荣就是在可预见的将

来生产粮食、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的关键。 

由于消费者对肉类和乳制品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来生产饲

料。约三分之一的耕地被用来生产畜牧饲料（Woods 等 2010; FAO 2006），而随着

全球收入增长，可能有更多的谷物及土地被用于肉类生产。在过去 20 年中，由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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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工作的大量投资和生产及加工企业的日益纵向融合，大豆产量出现了大幅增

加。新增大豆种植面积中，超过三分之二在巴西和阿根廷，这里的大豆生产一直由

四家最大的农业企业主导（Sauer 和 Leite, 2011）。同样，东南亚的油棕生产也在

大幅扩张，其中印度尼西亚的种植面积在过去 10 年翻了不止一番。世界市场需求的

快速增长正推动着土地以成片整合的形式快速被收购。出于规模经济和作物特性的

考虑，较为理想的做法是在一家粮食加工厂周围经营 4-5 千公顷的土地（Colchester 

2011）。 

2.2.2 生物燃料生产 

生物燃料本身就在推动对土地和水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据估计，2006 年有

1400 万公顷土地被用于生物燃料生产，约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 1%。预计到 2030

年，该面积将达到 3500-5400 万公顷（占现有耕地 2.5-3.8%）（Cotula 等 2008）。

面积快速增长的原因是广为流传的“石油峰值论”和生物燃料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的观点。今天，油价不断上涨使得有些地方的生物燃料生产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

甚至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也能获利（McMichael 和 Scoones 2010）。 

国内投资和外国投资的情况在不同区域有所不同。在非洲，多数生物燃料作物

供出口加工，这意味着本地几乎没有从附加值中获益（van Gelder 和 German 

2011）。但在巴西的甘蔗乙醇生产（尽管很大一部分加工后供出口 – Wilkinson 和

Herrera 2010）和哥伦比亚的棕榈油生产中，国内生产均占主导地位。 

然而，“第一代”生物燃料由于低投资能源回报率，甚至负投资能源回报率，

并需要大面积土地生产充足的原料，因此仍无法替代化石燃料（Martinez-Alier 

2011）。 

低产量，加上目前耕地面临的压力，使得生物燃料热潮成为国际土地投资的一

个重要驱动力。这对基本主粮市场造成了影响，如美国的玉米带就将收获的玉米从

供人食用转为供生产乙醇用（Gillon 2010）。生物燃料将在未来 20 年中对粮食安全

形成挑战。 

据欧盟估计，到 2020 年需要 2000 万至 3000 万公顷土地来达到生物燃料比例

占 10%的目标。预计其中 60%将在国外生产（Franco 等 2010）。据国际能源署

（IEA）估计，要想实现到 2050 年让所需运输燃料中 20-30%为生物燃料，就需要

1-6.5 亿公顷土地（Murphy 等 2011）。目前总耕地面积约为 16 亿公顷。 

生物能源市场往往对那些能实现高效作物处理和加工的大型工业化种植园起到

推动作用。这些大型工业化种植园通常是劳动力节约型企业（Li 2011, McCarthy 

2011）。工业化种植园已经在很多地方造成毁林和由泥炭地被开垦带来的碳大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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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在一些地区，生物燃料种植园的建设使得当地农民失去了土地及森林资源

（Ariza-Montobbio 等 2010; German 等 2010）。 

2.2.3 金融部门 

金融部门为农业提供信贷，但本身也正在日益成为土地投资方。印度尼西亚和

马来西亚的油棕种植园所需的大部分资金一直以来都来自欧洲各银行，但现在资金

则越来越多地来自中东、印度和中国（Colchester 2011）。土地投资被视为是实现

资产组合多样化、抵御通胀风险的一个绝好途径（Campanale, 2011）。由于土地和

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在中长期预计将呈上涨态势，预计投资回报率也会保持相对稳

定，并逐步上升。私有资本正在设立农地基金和农业投资基金，进军收益不断上升

的农业部门。对于那些追求财富保值（多样化、抗通胀）的投资者，西欧、北美、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首选方案；而那些追求高回报的投资者则越来越多地转向非

洲，那里的地价较低，虽然风险也较大。最近对投资基金、私募基金和大型上市农

业公司的一项调查发现，有 138 个实体在全球各地有投资（Campanale 2011）。除

了这些投资基金外，还有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基金也在参与非洲的农业项目，

如全球影响投资者网络（GIIN）的成员们。但尚不清楚国际金融机构过去几年中对

土地表示出的投资兴趣中到底有多少最后真正变成了项目。 

外国对农业和土地的直接投资，包括金融部门的投资，可能被纳入与多边发展

机构合作的项目中。例如，美洲已建设了几条基础设施走廊来吸引国际投资，开发

新的土地（Safransky 和 Wolford, 2011）。非洲一些地区也有一系列公私合营项

目，如坦桑尼亚的南部走廊项目，其目的是利用公共资金建设道路、市场、仓储设

施及通讯设施，打好“坚实基础”，以吸引更多私人资金投资于农业。 

土地作为一种金融投资能产生一系列回报。Cochet 和 Merlet（2011）举了一个

传闻式的例子，称“如果没有土地投资目前所特有的极为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要

想在谷物或大豆优化生产中获取超过 6-7%的投资回报率几乎是不可能的”（引自

Combastet, 2010）；而投资者“通常期望年回报率达到 15%到 20%”（引自

Bourdoncle 2009, Combastet 2010, Dromard 2010）。相反，本领域其它一些投资者

的传闻则表明整体年回报率为 20-30%，包括土地资产本身出现的大幅资本升值

（EmVest, 2011）。据报道，在投资者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竞争的情况下，一些项目

的投资回报率甚至达到了 50-60%（World Bank 2011b）。 

2.3 国际土地投资的生态驱动因素 

一些环境驱动因素也在助推对大型土地投资不断增加的兴趣。这些环境因素包

括：获得水资源；干旱及退还；生物燃料政策（如前文所述）；生物多样性保护；

REDD+及其它碳没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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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水资源短缺 

水资源短缺是吸引国际资金投向土地的主要驱动力。此外，有人认为，水资源

才是隐藏在很多购地交易背后的真正目的（参见 Smaller 和 Mann 2009, Woodhouse

和 Ganho 2011）。因此，投资者可能是在那些目前被认为具有剩余水资源的国家里

寻求对水资源的控制，而不是对土地本身感兴趣（Smaller 和 Mann 2009）。对水权

的争夺已成为购地过程中一项关键内容（Smaller 和 Mann 2011）。 

水对于生产的重要性意味着水资源是购地者的主要目的之一（Bues 2011 引自

BMZ 2009）。尤其是对于中国和海湾国家而言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的水资源特

别缺乏。一般的土地交易中几乎没有记录投资者获得的水资源权利。但现有证据表

明，小农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例如，Bues（2011）介绍了在埃塞俄比亚，一个灌溉

项目中水权的分配是如何有利于购地者，而不是当地农民，其原因就是前者具有更

大的谈判权和更多资源。 

对水资源的争议不会停止，还可能会因为气候变化而加剧。这将进一步推动和

增加投资需求。因此，对水资源问题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因为获得水权是投

资项目中一项关键内容，它总是会影响到上下游众多居民的水管理事务。莫桑比克

的一项大型土地和水交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Borras 等 2011）。因此，就水权的

谈判是合同谈判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2.3.2 干旱 

干旱也是外国对农地投资的一个重要驱动力。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

西非萨赫勒地区的旱灾迫使几百万小农向南迁徙，进入加纳和科特迪瓦等沿海国

家。到 2000 年，居住在科特迪瓦的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一为非本土出生。大量农民的

流入使得科特迪瓦中部和南部很多地区的可可和咖啡生产出现大面积扩张，从而使

科特迪瓦变成世界上该商品的最大生产国，同时也引发了大量冲突。其它地区也遭

受了降雨量下降和地下水减少等问题，如旁遮普和叙利亚，可能促使它们到其它地

方寻求更加稳定的粮食供应。中国的干旱已造成西北地区的荒漠化和土地抛荒等问

题，迫使农民跨越国界去毗邻的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寻求发展。气候变化带来的温

度和降雨变化可能会使更多从事大型和小型农作经营的农民到邻国寻求发展。 

2.3.3 保护政策 

保护政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将一些土地划成不同程度的保护区。一些评论称

之为“借环保之名抢夺土地和水资源”和“强占自然的一种新方式”（Fairhead, 

Leach 和 Scoones，即将出版）。虽然全球范围内此类保护区土地面积约占 12%，但

在坦桑尼亚等国，目前被划为保护区的土地据测算已达到 23%，往往对当地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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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造成破坏，甚至导致财产流失和流离失所（Peluso 和 Lund, 2011; Kelley 2011, 

Corson 2011）。更多的人对大型国际环保非政府组织收购土地作为保护区表示担

忧，而这些土地本来是小农目前赖以生存的基础。 

2.3.4 林业 

在过去 20 年里，人工林种植一直是土地扩张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大面积扩张

主要是在中国、美国和原苏联。预计人工林的扩大速度将与以往基本保持一致，导

致大片土地被用于单一经营。REDD+计划也给当地的土地权利和生计带来了潜在风

险（Larson 等 2011; Osborne 2011; Westholm 等，2011; Corbera 等 2007）。虽然公

众争论大多侧重于全球热带森林可能起到的减轻气候变化的作用，但 REDD+计划

最终到底会给森林社区带来好处还是坏处，仍取决于地方及国家层面的安排以及这

些安排是否承认以森林为生的各社区的权利及权属（Larson 等 , 2011; Cotula 和

Mayers, 2009; Sunderlin 等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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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自然资源及其权属的目前用途及趋势 

3.1 土地利用现状 

在 1960 至 2005 年间，全球粮食产量增长了 225%。这主要归功于新种子的使

用以及水、养分和植物保护等改良管理措施带来的产量快速提高。在同一阶段，土

地利用面积只上升了 13%，也就是说全球范围内耕地只增加了约 2 亿公顷，而且如

图 1 所示，各区域之间存在极大差别。欧盟和北美的耕地面积在减少，而南美、非

洲和亚洲的耕地则在增加。1989 年柏林墙被推倒，国营农场被撤销之后，原苏联和

东欧的耕地面积也出现大幅减少（Spoor 2009）。欧洲耕地减少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部分土地被划为保护区，这实际上将作物生产推至世界其它地区。中国也对大片山

地农田实施了退耕，目的是重新造林和保护集水区，结果将压力转移到了邻近地区。 

图 1：过去 40 年永久性耕地的变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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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indraban 等 2009，数据来自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FAO 2007, 2011） 

（译者注：Index Acreage=指数面积；Africa=非洲; Central Am & Caribbean=中美洲及加勒比; 

E & SE Asia, China, Japan=东亚、东南亚、中国、日本; Eastern Europe=东欧;  

EU 15=欧盟 15 国; North America=北美; Oceania=大洋洲; South America=南美;  

South Asia=南亚; USSR=前苏联; World=全世界; Index100=指数 100） 

耕地的增加主要来自向林地的扩张（Gibbs, 2010）。在巴西和非洲撒哈拉以南

地区情况最为典型。要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仍得靠占用林地，还有目前的牧场。 

3.2 未来土地利用预测 

很多人都在争论开垦新耕地的可能性和成本，并将其与在现有耕地上提高产量

的方案相比较。在粮食需求不断增加、稀缺资源面临持续压力的形势下，已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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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项调查来评估未来土地扩张的潜力，并研究土地扩张最可能出现在何处。这些

调查通常以生物物理生产潜力评估为基础。理论上，在具备适宜的温度和能为植株

生长提供充足水及养分的土壤的地方，植物都能生长。整体而言，世界上最多有 70

亿公顷土地适宜某种形式的植物生产（WRR, 1995），但如果所有这些土地都用于

作物耕作，就会牺牲所有森林及草原。据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IIASA）（2011）

估计，全球可用于雨育农业的土地共有 36.51 亿公顷，而目前用于耕作的还不足一半

（2003-2008 年间的数字是 15.28 亿公顷，资料来源为 FAO, 2011）。Deininger 等

（2011）估计全球目前至少有 4.45 亿公顷，至多有 17 亿公顷的可用土地。后者的数

字要低于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的数字，因为后者在估计土地适耕性的时候考虑到

了邻近的运输基础设施。 

总之，他们认为，可用耕地的潜力取决于有多少森林和牧场被改为耕地，以及

为偏远、低质量地区提高生产力建设所需的基础设施（灌溉、运输、储存）需要多

少成本。 

然而各区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据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学会称，雨育农业的潜力

已经基本用尽，在西亚、中亚和中美地区甚至已经超额利用。南亚和东亚目前要想

做到自给自足，却缺乏充足的土地及水资源，更不用说在 20 年后养活新增人口了。

相反，北美、原苏联、澳大利亚、欧洲和拉美的农业生态生产潜力则大于自身的粮

食需求。非洲大陆据测算也有潜力大幅度扩大耕地。但必须认识到，耕地的扩大将

会牺牲牧场或林地，并带来社会和环境影响。 

在评估未来生产潜力时，还必须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为气温上升和降雨

方式的改变都会以不同方式给不同的农作地区带来影响3。例如，气温上升对加拿大

和俄罗斯而言可能会改善作物的生长条件，而干旱则将会降低北非和南部非洲农作

系统的作物产量（IPCC 2007）。生长条件的改变将对贸易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通过提高单产可以减轻开发更多耕地的压力。“产量差距”通常是指实际产量

与采用现有资源及管理措施能够获得的最高产量之间的差距（Foresight 2011a）。产

量差距可能很大，非洲目前的玉米、油棕、大豆和甘蔗产量估计分别只有最高产量

的 20%、32%、32%和 54%（Foresight 2011b）。缩小这种“产量差距”对于满足未

来世界粮食需求和避免将更多土地用于农作有着重要意义。据 Smith 等（2010）

称，如果没有过去 40-50 年取得的增产，要想养活当前人口，耕地面积就需要增加近

三倍。由于目前能开发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正变得越来越贫瘠，因此缩小产量差距

就变得越来越重要（Smith 等 2010）。 

                                                      
3  高级别专家小组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的要求，将在 2012 年 10 月完成一份关于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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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产量差距在所有国家都存在，但由于难以获得投入物和基础设施薄弱等种

种原因，它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尤为突出。四类干预活动有助于缩小产量差

距：通过加强推广服务提高生产力；改善市场运作，提供市场准入；加强当地生产

者个人及社区的土地及自然资源权利；投资物质基础设施，为进入市场提供便利，

促进对农村经济的投资。要想解决产量差距问题，还必须同时采取能确保社会包

容、公正和环保的措施（Altieri 和 Toledo 2011, Rosset 等 2011）。 

为满足需求增长而努力缩小产量差距的同时，还应配套其他重要措施来减少粮

食浪费。这包括直至消费的整个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粮食浪费。虽然我们无法绝对准

确说清全球范围内有多少粮食被浪费掉，但总量肯定十分巨大。估计在粮食到达消

费者手中之前和之后，不同阶段的粮食损失累计可高达 30-50% （ Foresight 

2011a）。此外，提高产量也不能被看成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因为这还必须和其它措

施结合起来，如通过科研和公共措施去改变饮食习惯、生产健康食品、解决肥胖问

题（健康问题）和其它与粮食需求和消费直接相关的问题。 

3.3 生物物理调查方法的局限性 

在全球范围内，弄清楚是通过扩大耕地还是通过提高单产来提高农业产量是非

常重要的。这些对潜在土地需求的调查根据不同假设得出了不同结果，这些假设包

括饮食习惯（如食用多少红肉），欧盟的 2020 年生物燃料目标是否能够实现，科研

是否能够进一步提高单产，是否能够减少粮食浪费等。 

虽然这些调查都能显示生物物理潜力，但它们都有一个严重缺陷。卫星和航拍

图片无法显示一些无形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对于了解土地的实际用途、不同土地使

用人的权利和土地上的现有社会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国家，能登记土地权利

的地籍系统存在极大问题，因此官方记录和实际情况常常无法保持一致。此外，大

量小农对自己赖以获取收入和生计的农田和公地可能并不具备已登记的权利。 

人们经常认定，非洲和拉美有着大量“可用”土地。这表明有很多土地尚未得

到利用。然而，几乎所有土地都已经以某种方式被利用，或已经在提供重要的环境

服务功能。因此，占用任何所谓“可用”土地都会带来代价，要么影响到目前的土

地使用者，要么牺牲其环境服务功能。 

因此，当莫桑比克把加扎省的 3 万公顷土地划给 ProCana 甘蔗乙醇种植园

（Borras 等 2011），柬埔寨政府把磅士卑省 2 万公顷土地划给甘蔗种植园，菲律宾

政府把 100 万公顷土地划给 San Miguel 和 Kuok 公司的合伙项目时，大家都认为这

些土地是空闲、贫瘠、闲置和可用的。随后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空地上

实际有人居住，而且他们还在使用这些土地进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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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土地权属问题及趋势 

大型土地投资和导致财产流失及流离失所的案例在很多土地财产制度中都有存

在。因此，应该首先快速了解不同土地财产制度及其特征。土地权属是指所创立、

确定、分配和享受的不同类别土地权益的本质和方式(《非洲联盟土地政策准则》)。

权属制度有多种形式，具体取决于相关地区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例如，

在很多殖民统治国家，土地权属制度中既有法定成文法，也有用来完成日常农村土

地管理的一系列习惯做法。由于能决定土地分配和纠纷解决的相关规则及权威机构

为数众多，这种混合式权属制度造成了一些困难。例如，土地部和农业部在掌控和

分配土地这一日益升值的资源时，要和地方政府和村首领相互较量。当地人民对正

式法律体系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也不知道如何在出现权利冲突时寻求补偿。这样，

法律权利和事实权利之间就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一些权力较大的参与方就可能抢

占他人的土地权利（Wily 2010, Lavigne 等 1998, MAEE 2010）。但即便在人们对土

地权利及显然比较积极的土地政策从法律上有着较多了解的地方，人们获得土地和

掌控土地的权利也并非能够自动获得保障。这种情况在土地所有和掌控方面存在严

重不平等现象的地方尤为严重，如巴西、哥伦比亚、菲律宾和南非。虽然颁布通过

了土地法律及政策，但它们往往只是以书面形式存在，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Houtzager 和 Franco 2003, Franco 2008）。 

在很多小农系统中，个人获得土地的永久业权是很少见的。相反，土地通常具

备多重权利。以西非萨赫勒地区的一块农田为例。农田由一个农户耕种几年后，要

休耕一段时间。养牛户可能在作物收获后在地里放牛吃地上的残茬，妇女们可能从

地里的树上采集果子及薪柴，老人们可能到田埂上割取某种草来搭建粮仓。休耕几

年后，农户可能会让女性家庭成员耕种一部分地用于生产她们自身需要的产品，随

后又可能将土地转让给需要土地的一户新来移民家庭。但不允许后者在土地上种树

或做永久性投资，以防止后者日后以此作为占有土地的理由。除了农田外，多数农

村社区还依赖一系列公共资源，如牧场、林地和湿地等。这些集体管理的资源对于

畜牧、粮食、渔业和其他类别的生产活动都非常重要，尤其对社区中的贫困人口有

利，其中包括缺地人群、妇女、新来的移民和牧民。集体草地对于混作系统非常关

键，而混作系统中的牛、绵羊及山羊则能提供畜力、粪肥、奶及稳定的资产。 

与很多发达国家相反，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中有很多土地并不具备正式的书

面权利证书，因此土地使用者无法凭借这一证书去获得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只有在

大城市和灌溉项目等开发项目中的农田往往才具备土地业权。由于政府是土地、森

林、水域和矿产权利的最终所有人，使用这些资源的当地人民很容易就会在几乎没

有或根本没有补偿的情况下被迫离开家园（虽然拥有国家承认的正式权利也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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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可以保证不会被剥夺权利）。国家法律通常规定人们有权就土地上的现有作

物和有用树木以及房屋等永久性建筑提出价值赔偿。但在建造水坝等大型基础设施

和城市开发过程中需要移民腾地时，却很少考虑到土地本身的价值。 

近年来，很多政府都对自身的土地政策进行了审核，包括土地权属的行政管理

制度（Wily 2010）。审议工作包括针对妇女及物权做了相关的宪法修订，并实施土

地权利登记计划。在一些案例中，还对土地法进行了修改，更多地承认习惯权利和

地方土地权威机构（村或氏族首领），为集体所有资源、土著人民和妇女提供了更

多的权利。但由于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原本改革带来

的积极结果目前又重新变得令人怀疑（Wily 2010; Daniel 和 Mitta 2009; Andriani 等, 

2010; German 等 , 2011; Lavers, 2011; Maughan, 2011; Nonfodji, 2011; Wiley, 

2011）。同样，在一些国家中，原本通过土地改革重新分配的土地现在也被大型购

地项目的浪潮再次夺走。 

3.4.1 登记权利 

柬埔寨、加纳、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已经在实施一系列土地权利登记计划。

一些人想当然认为，正式业权可能会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因为业权明晰有助于

人们凭借土地证书获得信贷（De Soto 2000），但实证研究表明，很多时候情况并非

如此（如 Nyamu-Musembi 2007）。正式地权计划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包括登记

流程耗时耗钱，存在地权欺诈风险等（Djiré 2007）。因此，一些国家政府及捐赠方

对登记家庭和集体权利这种相对简便的流程提供支持，具体方法是简单绘图及颁发

证书。Wily 认为，登记业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它有助于进一步保障地方权利，

特别是在对土地的竞争变得日益激烈的情况下（2010）。手中持有某种形式的书面

证书就能让土地持有人在与政府和投资者谈判时具备更大的实力。然而，权利正式

化也可能会导致某些人失去土地，将贫困群体排斥在外，使土地多重权益简单化，

这些对于妇女、牧民和移民十分不利，因为他们所依赖的可能只是次级权利。还有

人对于正式业权是否会加快无地化过程表示担忧，因为贫困农民可能会在歉收后被

迫出售土地，导致土地集中到富裕群体手中。据报道，印度尼西亚也有着类似的担

忧，那里的土地绘图工作已经使得土地更加可能被划归投资者（参见如 Hall, Hirsch 

和 Li 2011），而在贝宁，全面土地绘图及登记工作已经加快了土地流失，因为土地

登记的激励机制反而鼓励土地所有人将土地划归投资者（Nonfodji, 2011）。 

如果在土地登记过程中注重程序的设计、成本和流程的便利性，那么土地登记

就能有助于加强贫困人口及社区的权利。如果土地登记工作的目的是为大型投资创

造有利条件，那么它通常就无法为农村贫困人口的利益服务，因为在设计土地行政

管理和治理制度时，他们的具体情况就没有得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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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1：目前在登记社区土地权利方面所做的努力 

莫桑比克的社区划界工作及贝宁和科特迪瓦的农村土地计划工作都是目前正在

进行的承认当地或习惯性土地权利和使之正式化行动的例子。这些做法的目的是减

少土地和土地权属方面的冲突，从而保障地方业权，在投资者和开发方启动新项目

时提高清晰度。两种方法都要绘制一张地图，但后者还要将权利人登记在册。后者

还要对划归第三方和第三人的权利进行确认和登记。两种方法都涉及与土地使用人

进行磋商，明确谁拥有权利，并鼓励就领导权和土地治理结构展开争论。农村土地

计划包括 5 个步骤，即宣传、对社会经济及土地权属条件进行评估、编制村概况、

登记当地规范及权属、采用参与式方法绘制土地权属图、由公众对图进行审核、颁

发证书及次级权利正式记录。两种方法的设计目的都是提高速度，降低成本。对这

些方法的有效性和效率的定量评估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 

社区划界对大块土地进行测量和记录，并颁发一份文件来保护该地区，而居民

使用土地的具体细节则由习惯体系处理。而农村土地计划则由当地参与方来确定哪

一级权利要登记，并依照不同个案的情况，既允许登记集体权利，也允许登记个人

权利。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可能选择登记大块土地，而个人则可能登记自己的小块土

地。这样一来，登记工作就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权利结构。社区划界

后颁发的土地证具有法律效力，而农村土地计划证书如果未能转换成土地业权，则

可能在法庭上受到质疑。 

两种流程都面临着风险。政府对社区内部的土地管理监督不，会导致社区划界

项目中对妇女的土地权利落实和保护不足。农村土地计划中一直容易存在偏见：对

农业的偏见、忽略次级权利或重叠权利（如妇女、牧民、年轻人等）和低估登记工

作中的政治利益和操纵策略。对调查方法随后进行了调整，包括就权利正式化的风

险进行培训，提供能更好反映实地复杂情况、包含实地术语的指南，将测量工作与

权利来源（而不仅是内容）联系起来等。社区划界和农村土地计划都以需求为基

础；对后者而言，有些习惯势力较强大的社区选择只登记货币性转让。 

目前，阿富汗中部和苏丹正在实施一项专门为竞争激烈的公共土地设计的权利

确定和登记程序，共分十步。整个流程首先要动员公众的支持，让社区自行理顺相

互冲突的土地权益，最终明晰习惯权利和获得权，同时还指定相关当地机构来负责

实施，包括冲突的解决。 

资料来源：Knight 2010; Lavigne-Delville, 2010; Wil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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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自然资源权利的登记对于农村人口的稳定十分重要，它能让农村人口在

与投资者和政府谈判时处于较有利的地位。然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尤其是非洲，

权利登记仍处于很低水平。按照目前的运作速度，很多国家要想使登记系统实现全

境覆盖还需几十年时间。社区土地登记可能是为小农提供权利保障的一项较快就能

实现的手段，具体做法是在土地绘图和登记时将村当作一个整体单位，而不是以地

块为单位。这种做法能大大提高登记工作的速度，在一定条件下还能起到一定的避

免土地被征用的作用。然而，由于多数当地社区在财富、性别和民族构成等方面存

在极大差异，这种做法很容易被当地精英阶层所掌控。因此，土地权利的保障取决

于与权利治理相关的多个因素（除了土地权利的形成之外），如低成本、便捷、及

时的冲突解决机制、公正可靠的执行以及利益的公平分配。 

3.4.2 公地资源 

过去 20 年里，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有 60 多个国家对林业管理权实行了权力

下放(Persha 等 2011)。有几国政府已经承认了林地、牧场及其它公共资源的集体管

理方式。各国政府一直不愿承认公共资产和当地管理体系的重要性。政府经常采用

哈丁（Hardin）的“公地悲剧”理论作为自己征用牧场和林地的理由，称当地人民缺

乏管理这些资源的专业能力。很多集体土地缺乏清晰的标记，往往很容易让这些土

地被归类成非生产用地或未利用土地（埃塞俄比亚）、闲置土地（坦桑尼亚）、退

化土地（印度尼西亚）或荒地（印度）。然而在一些国家，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种共

同管理模式，如尼泊尔和印度（森林共管），其它管理模式还包括林地及牧场管理

地方会议（尼日尔、马里、布基纳法索、乍得、塞内加尔）以及保护委员会（纳米

比亚）。然而，虽然保留公地是防止大型征地项目剥夺人们的土地权利的一种方

法，但它却永远不会提供绝对的保障。事实上，众多文献已经指出，导致集体对公

地资源的使用和管理逐步减少的既有外部因素（如商品的市场价格及政府政策），

也有内部因素（如利益分配、人口增长）。 

3.4.3 妇女权利 

土地及自然资源权利及获得通常在农村社会中存在差别，具体取决于性别、年

龄、财富或其它地位因素。土地及相关资源的获得与利因性别而产生差别是表现最

激烈最明显的一种差别。常规土地政策过去往往将妇女排除在外 (Agarwal 1994, 

Deere 和 Leon 2001, Razavi 2003)。土地投资对妇女的权利和获得造成的影响与以往

资源私有化过程中的一些例子非常类似(Behrman 等 2011, Meinzen-Dick 和 Mwangi 

2008)。例如，将林地变成单一作物种植园就使得妇女无法继续获得水和薪柴等关键

资源。妇女还无法获得她们供自身生存或出售的其它产品，从而失去收入，被迫承

受更大压力，并不得不费力去寻找替代生存方式。在印度尼西亚，妇女被迫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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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活动，如搜捡油棕果来增加收入（参见 White 和 White, 2011）。就大型购

地项目而言，Berhman, Meinzen-Dick 和 Quisumbing（2011）介绍了可能导致妇女遭

受损失的关键机制和过程：从土地交易决策过程到征地导致财产损失时的补偿过

程。然而，目前迫切需要开展关于大型购地项目对性别影响的系统、实证的研究。 

妇女的土地及自然资源权利需要特别保护，如在登记过程中要确保性别平等。

埃塞俄比亚、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的例子表明农村妇女在土地委员会中的正获

得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和代表权。应在（供水、健康中心）合同谈判过程中承认和添

加有关妇女的条款和妇女权益。就业条款中应包括雇用当地的女性和男性，包括为

妇女提供培训，使她们能够在管理岗位上获取更高薪水。 

3.4.4 重新分配型土地政策 

大型土地交易不仅仅涉及国有土地，它也会涉及大大小小的私有土地。一些有

地国内精英一直在积极与国内或国外投资者合作，设立合资企业，签订租赁协议

等。由于对土地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对重新分配型土地改革的需求也变得越发迫

切，特别是在土地的获得、掌控和拥有方面存在高度不平等的地方，如巴西、哥伦

比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但对土地的需求还使得有地精英阶层对重新分配型土

地改革更加持抵制态度。因此，国家政府应更加重视重新分配型土地改革，特别是

在迫切需要对土地资源的获得和掌控实施民主化的情况下。近来，一些企图通过基

于市场的土地改革来实现重新分配的努力通常都以失败告终（Borras 等 2007），从

而再次证明国家在重新分配型土地政策中所起的中心作用。 

3.5 投资者购地现状 

投资者购地时，要么通过某个国家机构从政府手中购地，要么从私有公司或个

人手中购地。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转让给投资者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法律地

位。在非洲，虽然划给投资者的土地的法律地位主要是国家所有，但实际上土地上

往往存在多重权利，带有习惯权益和用途。在加纳，土地直接由传统首领转让，几

乎与中央或地方政府无关。在肯尼亚的塔纳河三角洲，由当地政府管理的集体牧场

（即集体拥有的土地）和习惯土地也被转让（Nunow, 2011）。在一些国家，土地被

转让给投资者之前，必须要先从村有土地转为普通或公有土地（German 等, 2011; 

Sulle 和 Nelson, 2009）。 

在马里，转让给投资者的多数土地都属于尼日尔河流域办公室（Office du 

Niger）管辖下的土地。作为一个半官方机构，该办公室管理着马里中部现有的 12 万

公顷灌溉土地，并拥有可能利用尼日尔河进行灌溉的另外 100-200 万公顷土地。土

地划分的具体流程并不清楚，涉及到投资促进局、总统办公室和农业部。估计在过

去 5 年里共向国内和国外投资者转让了 50 批次土地，总面积达 50 多万公顷。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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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已经提出全国性呼吁（《科隆戈托莫宣言》2010 年 11 月），要求公开获得土地

各方的完整名单和带有投资期限和条件的合同内容。但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应。 

在埃塞俄比亚，所有土地都归政府所有，但土地使用人能登记自己的使用权。

联邦中有几个州已经联合建立了一家土地银行，总共拥有四个州中的 210 万公顷土

地。在土地管理权下放一段时间后，中央政府又重新拿回了超过 2500 公顷土地的掌

控权。 

在亚洲，转让的土地多数在法律上属政府所有，但往往由习惯业权所占用，如

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Andriani 等 2010）以及柬埔寨（Hirsh 2011）。在柬埔

寨，和坦桑尼亚一样，为了便于投资者购地，土地被从国家公有土地转为国家私有

土地。 

在拉丁美洲，转让的土地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包括集体所有的土地（哥伦比

亚）、个人所有土地（危地马拉、墨西哥、玻利维亚、巴西）和公有土地（巴西）

（Andriani 2010; Alonso-Fradejas 2011; Mackey, 2011）。除了古巴和玻利维亚最近

对土地的大小设置了上限外，对土地交易几乎没有政府或法律限制。但有些国家，

如厄瓜多尔和巴西，目前也正在努力对土地方面的外国投资设置限制（Sauer 和

Leite, 2011）。 

有些情况下，印度的征地活动会涉及由政府没收原先通过土地改革分配给个人

所有的、已登记的私人土地，如西孟加拉邦（也可参见 Levien 2011）的情况和将村

或集体土地转为公共土地然后转租给投资者的情况（German 等, 2011）。征地的概

念往往被用于征用土地用于公益商业化投资，理由是国家可以代表公共利益，并以

公共利益监护人的身份行事。在菲律宾，有几项土地交易还涉及原先通过土地改革

计划、社区森林管理计划或土著人民权利法案计划重新分配的土地。 

3.5.1 征地条件 

很多情况下，要想评估征地条件有一定难度，因为无法获得具体合同以供审

读。从能够拿到手的合同来看，转让期包括从短期（少于 10 年）到长期（最高可达

99 年），甚至永久性（Nunow 2011; German 等 2011; Shete 2011; White 和 White 

2011）。很多国家不允许外国人拥有土地，因此最常见做法的就是租赁，但通过国

内外投资者成立合资企业有时可以绕过这类规定。 

对非洲 8 个国家进行的一项投资对比分析发现，投资期限为 20 到 50 年不等，

通常允许续期，最高可达 99 年（Cotula 2011）。租地的年租金从埃塞俄比亚的每公

顷不到 2 美元，到利比里亚的每公顷 5 美元，再到喀麦隆的每公顷 13.8 美元。有些

合同规定了 5 年的免租金期，有些则允许随着时间推移对租金进行调整。租金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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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能要求投资者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如灌溉渠、道路和加工厂。多数合同都提

到了就业条款，但往往含糊其辞，因此很难在投资者违规时追究其责任。合同就农

产品加工和物资及服务的当地采购等内容所做的规定各不相同，有些对投资者提出

明确的要求，有些则没有提及这些问题。同样，最详细的合同对收入税、营业税、

关税、红利税等的缴纳都做了详细规定。但多数合同没有做到这一点，也没有对投

资者账户的独立审计流程做任何规定（Cotula 2011）。 

长期租赁与买断所有权类似，因为投资者几乎完整拥有所有权利，包括使用

权、管理权、专属权，而且在越来越多的案例中，还拥有租约转让权，但这可能需

要获得国家许可，毕竟土地最终还是会回到国家手中。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转让大

片土地会鼓励投机性购地行为，因为此类租约涉及的时间非常长。合同中几乎没有

任何激励措施，鼓励投资者开发能让当地农民参与的商务模式。有时社区代表和投

资者会就利益共享达成协议，但此类协议往往是口头的；即使签订了正式合同，合

同中关于利益共享的安排往往含糊不清或不够公平，没有充分规定投资者的责任，

也没有提及出现侵权时的赔偿程序（German 等 2011）。 

3.5.2 社区的参与过程 

虽然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要求投资者与土地使用人进行磋商，但此类过程往

往仓促完成，没有向当地人口提供适当信息。在加纳、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磋商最

少，信息交流很不完整，投资的益处被夸大而弊端则被淡化（German 等, 2011; 另请

参见下文插文 1 中的例子）。在印度尼西亚，当地人民要将自己的土地交给国家 60

年，用于与私人公司合资开发，由国家担任当地社区的受托管理人。而社区股东们

尽管持有 30%的股份，却没有任何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Colchester 2011）。 

插文 2：依照莫桑比克 1997 年《土地法》进行的磋商 

依照 1997 年《土地法》，任何人想要在莫桑比克获得土地都必须先经过磋商

这一法定要求。投资者和国家双方在将土地用于新的用途时都必须考虑到当地权

利。对 7 个省 260 例磋商过程的调查发现： 

• 大部分情况下只开了一次会议； 

• 在会议次数超过一次的情况下，首次会议通常是筹备会，为主要的磋商活动

确定日期与时间，会上几乎不会提供任何实质性信息； 

• 参与磋商的通常是社区“领袖”（传统首领），而首领的意见几乎总是占主

导地位； 

• 很多会议上没有来自区管理层的代表，因此会议的合法性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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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很少积极参与磋商；很少有妇女在官方会议记录上签字； 

• 多数书面记录缺乏细节，所记录信息的类型和质量也存在较大差异； 

• 很多流程都对农地及其它人类居住的证据进行了描述，但随后又宣称土地为

“闲置”，以便于征用； 

• 社区代表签署的“协议”并不反映以另外的“发言”形式记录下来的当地意

见，即便是发言里要求提出具体的条件或承诺； 

• “会议记录”中的信息往往含糊不清，如“投资者将带来就业机会”，或

“双方都希望建立良好关系”等，却没有对协议的实施提出任何监督措施； 

• 就实施的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可衡量的指标； 

• 与协议相关的文件档案都没有经过正式认定，这样一来，一旦其中一方想追

究违约责任，这些文件在法庭上就缺乏合法性。 

征地还与土地集中相互关联。加扎省总共 41 个征地项目中，其中两个占到了

征地总面积的 30%，另外 15 个则占 65%。 

资料来源：Tanner 和 Baleira, 2006. 

参与谈判的各方具备相差悬殊的政治权力，因此，即便在信息齐备的情况下，

谈判也不一定能产生对穷人有利的结果。同样，严格的环境及社会影响评估如果不

能得到执行，也就等于毫无意义。政府和投资者有责任按照规定，确保当地人口具

有“自由事先知情同意”的权利。在这方面，已经有经过充分验证的程序，同时也

有有效手段来确保投资者能与当地人民认可的可信、合法的社区代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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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型和小型农业的作用及影响 

据农发基金（2010）称，全球有约 4.5 亿小农为约 20 亿人提供生计。小农的政

治势力薄弱，他们的声音很少有人听到。大多数有关农业“现代化”和鼓励国际投

资的讨论都在联合国、20 国集团和世行范围内展开，而不是在最相关的国家中或最

受影响的人民中展开。 

捐赠国及各国政府都普遍认为，大型种植园有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但要

证明这一点尚缺乏充分证据。虽然一些作物，如甘蔗和谷物，能凭借现代化生产实

现巨大的规模经济，但很多其它作物在小块农地上同样能够高效生产。有些甚至更

适合在小型农场中生产。例如，世界上约 70%的可可是由小农生产的（Clay 

2004）。 

关于农场规模和生产力的争论一直存在，并呈现两极化（Lipton 2010）。支持

小型农场的一派认为，充满活力的小农生产系统显然能够较好适应新市场和不断变

化的环境，而低效率的大型农场则有着劳动力数量少、薪酬低、生产力低等特点。

而另一派则认为，小农经营已经过时，小农场应该合并成为数不多的大农场，以实

现规模经济和现代化。他们将在边际土地上劳作、无法获得足够收益对农场进行投

资和采用新技术的农民，与收益可观、能打入国际市场、为农村人口提供就业和理

想薪酬的大农场进行比较。这些不同观点都与政治立场、利益和世界观相关。但在

现实生活中，小农场和大农场都可能面临资源充裕或资源短缺的问题，都可能主要

采用手工劳动或机器劳动，土地利用方式都可能是粗放型或集约型。因为农场类型

千差万别，因此应该避免错误地将农场分成小型和大型两类（Vermeulen 和 Goad 

2006）。橡胶、水果和蔬菜等多年生作物可能更适合投入大量手工劳动的集约型生

产。而小农场在种植这些作物时比大农场更有效，因为个体单干型农作方式的激励

机制对此比较有利，而雇佣劳动力则涉及到高额交易及监督成本（de Janvry 等

2001）。 

上下游规模经济 

虽然在生产中几乎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但在获得信贷、投入物和市场准入

时，上下游规模经济效应却越来越明显。采购商愿意与为数不多的大供应商交易，

因为这可以减少产品处理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农产品加工过程中的附加值大部分落

到了大型跨国农业企业手中（参见 Vorley 2003）。农业企业在工业供应链中具有较

强地位，因而在与生产者谈判过程中拥有很大权力。小农则无法享受在加工和投资

过程中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只能进入收益较小的当地市场。而就连当地市场也正

在受到威胁，因为当地产品不得不和来自有剩余产品的国家通常带有补贴的粮食产

品竞争（Vorle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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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小农生产的重要性，尽管巴西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农产品出口国。2006 年农业及畜牧业普查（IBGE, 2009）表明，巴西有 440 万小型

家庭农场（占注册农场总数的 84%）。这些小型农场只占总土地面积的 24%，但就

业人数却占务农总人口的 74%。他们在养活整个国家，为巴西生产 87%的木薯、

70%的豆、46%的玉米、34%的大米、58%的奶、59%的猪和 50%的禽类（Maluf, 

2010）。30%的牛和 21%的小麦也由家庭农场生产。而相反，大豆生产则主要集中

在大型农场，但全国仍有 16%的大豆由小型农场生产（IBGE, 2009）。 

4.1   将大小型生产体系联系起来 

在现实世界中，小型和大型经营体系往往通过商业关系相互关联。具体的模式

无计其数，最常见的就是合同农业、管理合约、供应链关系和合资经营（Vermeulen 

和 Cotula 2010）。这些模式也都有各自的问题。 

例如，合同农业由于缺乏竞争，可能会导致农民高度依赖某个特定合同商

（Guo 等 2007）。如果较富裕的农民抢占了机遇，较贫困的农民群体就更难获得土

地。性别不平等也可能加剧或恶化。 

各国政府可以采取很多措施，来推动无需大规模征地的商务模式。如果小农要

与政府和农业企业谈判，那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保障他们的当地土地权利。为集体

行动和有效的农民组织提供支持也是一项重要工作。要帮助小农更好地获得银行、

保险公司、法律事务所、法庭等提供的服务。农民还需要信息，了解市场走势，了

解产品价格、专利费和红利是如何计算的，了解相关风险，了解自己的债务水平，

了解自己享有的法律保护。 

4.2 大型农场和小型农场的土地投资趋势如何？ 

从记录档案看，非洲多数大型土地投资项目都采用单一的集中种植园生产模

式。这是因为各国政府只是为投资者提供了大片土地，而并没有推动更具包容性的

商务模式，如合同农业（Cotula 等 2009）。然而，也有一些案例表明，政府要求投

资者必须让当地农民有所参与。例如，坦桑尼亚政府正在制定生物燃料投资标准，

其中就包括让当地小农参与的要求。 

对小型农场和大型农场的投资都越来越多地涉及粮食生产链中的纵向联合。由

于出口市场中食品标准不断提高，各公司都希望能在一个风险日益增大的市场中确

保自身产品的稳定（Smaller 和 Mann2009）和控制生产质量。这可以推动投资，正

如马达加斯加的超级市场对小型蔬菜农场的投资那样（Minten 等 2006），但也可以

对农民利用市场获取合理价格的能力造成破坏。价格波动性不断加大也在推动进一

步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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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大型土地投资会产生哪些经济、性别及环境影响？ 

很多农户都靠种植业、畜牧业和林业资源相结合在多变环境中谋求生存。大型

投资者最近的很多购地行动已使农户失去家园，使当地生计、粮食安全和关键资源

的获得都受到破坏。 

4.3.1 经济影响 

就业机会经常被用来作为剥夺当地人民的土地、水及其它资源的理由。然而，

这种承诺经常是虚假的，即便最终的确提供了工作机会，这些机会也往往落到了外

地人手中。例如，Deininger 等（2011）发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家外包型甘蔗

种植园预计能提供每公顷 0.351 个工作机会，一个 1 万公顷大的玉米种植园预计能提

供每公顷不到 0.01 个工作机会。在埃塞俄比亚，每公顷提供的平均工作机会是 0.005

个。而相同大小的土地可以为更多的小农提供独立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

Andrianirina-Ratsialonana 和 Teyssier（2010）报道说，马达加斯加的一个大型项目

将创造每公顷 0.006 个工作机会，而相反，此前这片土地每公顷能养活 1.25 个农民

家庭。 

然而，我们听到的也并非全是坏消息。Väth 和 Kirk’s（2011）在研究加纳的棕

榈油生产时指出，投资的对象既有小型农场，也有大型农场。公司先建立一个种植

园来确保最基本水平的供应量，然后再和小农签约（有时是原本无地的人），以保

证获得更多的原料。大型种植园和相关的加工厂也能提供一些就业机会。虽然这项

研究并没有量化整体的就业影响，但它让我们看到了大型农场和小型农场之间复杂

的就业关系。这两种生产模式不一定相互毫无关联。同样，在塞内加尔，越来越多

的家庭正在通过合同农业或直接在大型农场中打工领取薪酬的方式，参与大型农业

经营并分享其中的收益（Maertens 和 Swinnen 2007）。 

然而，关键问题在于这些良好做法的实例和大型投资带来的多种负面影响之间

到底哪个相比之下更重要，如何才能在投资中创造更多的“良好做法”。关于私营

部门的投资对当地生产系统和生计带来积极影响的潜力，各方的观点一直存在严重

分歧。显而易见，国家政府在面临权力和信息严重不平衡的时候，可以起到关键作

用，努力平衡投资者与当地人口之间的利益。但正如建议中提出的那样，公司和信

贷机构以及投资所属国政府也同样承担着重要的法律责任。 

4.3.2 性别影响 

征用农地也会产生巨大的性别影响。在很多农作区，多数农业劳动力是妇女

（Ashby 等 2008, Jiggins 2010）。她们要负责自己的小家庭和大家族土地上从种植

到产后加工的全部工作（Behrman 等 2011 引用 Doss 2009; Meinzen-Dick 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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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man 等 2010），是家庭粮食安全的顶梁柱。然而，即使大部分工作由女性完

成，但种植合同往往是和男性户主签订，酬金也直接支付给男性（Vermeulen 和

Cotula 2010）。而由男性控制的经济作物可能会侵占原本女性用来生产粮食作物的

土地。 

妇女在四个方面容易因土地投资而受到剥削。首先，妇女在获得、拥有和掌控

土地和保护自己的土地权利方面一向受到歧视。第二，妇女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关系

中受到歧视，特别是在影响决策和做出决策时。第三，妇女的收入特别容易因为某

些变化而减少，因为她们的收入通常已经低于男性。第四，她们从体力上看容易受

到男性势力的压迫（Daley 等 2011）。 

目前尚未证明大型农场或小型农场对女性“更有利”，原因可能是很少有人做

过此类对比分析（Maertens 2011, Oya 2011）。此外，也不要对小型农场抱有浪漫幻

想。妇女在家庭农场中付出的劳动通常得不到报酬，而且因为性别权利不平衡，她

们往往几乎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收益应如何使用（Maertens 2011）。例如，妇女们

可能发现，自己耕种的土地被户主拿走，并按照户主的意愿分给了别人（Diarra 和

Monimart 2006）。 

但种植园提供的更好的有酬薪的就业机会将有助于加强妇女的创收能力及掌控

自身收入的能力。有薪酬的农业劳动也可以成为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与别的妇

女互动的机会。然而，妇女们有时在有薪酬劳动中比男性更容易受到剥削，而且以

性剥削交换就业机会的事情也时有发生（Longley 2011）。 

4.3.3 环境影响 

Deininger 等（2011）的投资案例研究中提出的证据显示，一些当地种植户被迫

搬迁到了一家国家公园，非法投资者占用了肥沃的湿地，流离失所人口的比例甚至

高达 30%。其造成的环境影响包括农用化学品的流入、沉淀及污染造成的水体富氧

化现象。 

Horne（2011）对埃塞俄比亚的花卉产业进行了研究，埃塞俄比亚目前是继肯

尼亚之后第二大玫瑰生产国。研究发现，农药及化肥的使用、水质恶化及废物丢弃

等造成了令人担忧的环境问题。在很多计划用于投资的地区，水是一项关键资源。

设在马里中部的尼日尔河办公室已将 50 多万公顷的可灌溉土地划给投资者使用。但

人们十分担心水坝及运河基础设施是否有能力应对灌溉面积的大幅增加。河流邻近

地区加大灌溉水的用量可能会对运河下游造成破坏性后果，特别是在干季。此外，

这可能会对水坝下游宝贵的冲积平原带来负面影响，而这里是几百万人口生产大

米、鱼类和放牧牲畜的地方，也是众多鸟类及其他物种的栖息地。Horne（2011）也

对埃塞俄比亚下游的湿地地区表示出了类似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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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桑比克，一个 3 万公顷的甘蔗生物燃料项目按计划将享有 Massingir 大坝蓄

水的优先用水权，这就意味着很多小农会失去水资源，特别是在干旱月份。虽然这

一项目已经被搁置，但预计将寻找一个新的投资者来经营这片大型灌溉区

（Woodhouse 和 Ganho, 2011）。 

在印度尼西亚，约有 70%的油棕种植园建立在原林地上，而 1990 年到 2005 年

间增加的面积中有超过一半是靠砍伐森林开辟的（Koh 和 Wilcove 2008）。油棕种

植园也设在泥炭地里，导致大量碳流失进入大气层（Deininger 2011）。 

大型种植园还往往集中生产单一作物，将原本多样化的生境变成了单一生产。

例如，Deininger 等（2011）报道说，油棕种植园“与自然森林相比，生物多样性较

少，无法提供同样的环境服务功能（碳存、林产品、土壤肥力），可能会迫使小农

放弃自给自足生产，转向从市场购买粮食”。 

水土流失是大型农场和小型农场都很关切的问题，它与机械化农业及边际土地

上耕作的贫困农民都有关系。但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1）谈及苏丹和坦桑尼

亚的大型农场时所指出的那样，在脆弱土壤上过度使用机械会造成特别严重的破坏

作用。有些情况下，集约化农业对投入物的过度使用也会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

（UNEP 2011）。但这不一定是大型农业才独有的问题。例如，东亚氮肥的用量是

最大的，而同时东亚也是以小农农业为主的一个地区（UNEP 2011, Nagayets 

2005）。 

要实现土地和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就必须将土地保障、监管、信息及市场优势

结合起来。例如，与短期佃农相比，掌握较明确土地权利的农民有更大的兴趣提高

土地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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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国际土地投资相关的各项文书介绍 

本节介绍可以用来影响国际土地投资的各类现有法律及政策文书，以便尽量减

少投资所在国面临的风险，尽量提高投资所在国的长期收益。这些文书分别与图 2

中列出的主要参与方相联系，并在不同层面发挥作用。有些具备硬法律效力，有些

则包含软法律，还有一些则能影响消费者做出选择。很多文书，包括负责任农业投

资原则，尚未发挥作用，因此它们的全部潜力尚不清楚。所有文书要想成功发挥作

用，都离不开有效的监测与执行。 

图 2：国际土地交易中的主要参与方 

 

资料来源：Cotula (2011) 

（译者注：World Bank=世界银行; United Nations=联合国;  

Finance, lenders and insurers=金融机构、贷方和保险公司; Investors=投资者； 

Subcontractors=分包商; Home govemments=投资所属国政府;  

Host govemment agencies=投资所在国政府机构; Donor govemments=捐赠国政府;  

CSOs=民间社团组织; Local landholders=当地土地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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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以人权为基础的文书 

人权文书能帮助各国制定有关国际农业及土地投资的国家政策。这些文书包括

1989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独立国家中土著和部落人民的《第 169 号公约》4及《联合

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56和《联合国归还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住房和财产的原则》7 8，

特别是其中关于权属安全和强制拆迁的概念。此外，还有一些完善的行为守则涉及

道路和水坝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涉及的移民安置问题。这些守则规定了政府和投

资者在过程、赔偿和法律补救方面所承担的责任。然而，大家一致公认，征地的法

律和程序“往往不够清晰，不够有效”。从以往移民安置项目看，“银行的经验表

明，很多与土地相关的资源和经济活动中出现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妥善处理”（AfDB, 

2003）。有必要改善这些移民安置政策的实施工作，并合理注重落实“自由事先知

情同意权”。此外，经验表明，如果能从一次性支付转为与受影响人口实现利益共

享，则有望大大改善现有赔偿计划。例如，在建设发电水坝时，可以从发电收入中

永久性拿出一定比例分给那些被迫从坝址搬迁走的人们。 

《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准则》9由粮农组织

理事会于 2004 年 11 月通过，它也可以为土地权属的相关选择提供指导。《准则》

强调指出，确保获得生产性资源是实现食物权的一项关键内容。 

在 2009，联合国食物权特别报告员提出了适用于购地或租地的最低人权原则10 11。

这些原则的目的是帮助国际和区域组织制定土地政策准则。其主要重点是确保土地

权利的相关谈判过程中能包括当地人民在知情前提下的参与以及利益分享，同时要

保证谈判不会“击败”人权。 

目前，这些文书几乎没有得到应用。它们只具备道义上的效力，因此要想真正

让它们发挥效力还取决于政治意愿和国际支持。如果能得到国家及区域法庭体系和

全球民间社团的支持，它们就会发挥潜在作用。国际农民运动组织 La Via 

Campesina 在全球推进制定《联合国农民宪章》的行动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该宪章

主要是从人权原则出发制定的（Edelman 和 Carwill 2011）。 

2011 年 6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12，它

是联合国秘书长商业及人权特别代表的杰出工作成果。这组原则围绕三大支柱：国

                                                      
4   http://www.ilo.org/ilolex/cgi-lex/convde.pl?C169 
5   http://www.un.org/esa/socdev/unpfii/en/declaration.html 
6   http://www.un.org/esa/socdev/unpfii/en/declaration.html 
7   http://www.unhcr.org/refworld/category,LEGAL,UNSUBCOM,,,41640c874,0.html 
8   http://www.unhcr.org/refworld/category,LEGAL,UNSUBCOM,,,41640c874,0.html 
9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09/y9825e/y9825e00.htm 
10  http://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food/docs/BriefingNotelandgrab.pdf 
11  http://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food/docs/BriefingNotelandgrab.pdf 
12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business/A.HRC.17.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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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责任保护人权不受包括商业企业在内的第三方侵害；企业有责任尊重人权，包

括完成关于人权的“尽职调查”；有效提供司法和非司法补救措施。《指导原则》

中的部分内容反映和梳理了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还有部分内容则包含软法律，但

看起来商业界和政府仍对这一套准则表示出坚定、全面的支持。 

5.2    与土地权利和农业投资相关的国际指导方针及原则 

5.2.1 《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草案 

粮农组织已经起草了权属负责任治理的《自愿准则》，旨在为粮食安全、减

贫、可持续资源利用及环境保护提供支持。《准则》中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及国际上

广为接受的规范，为各国制订自身的权属政策和法律提供指导。粮农组织相信，权

属治理在确定土地、渔业及森林资源的利用权和掌控权及其相关职责时起着关键的

作用。《自愿准则》目前正在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下由各方讨论和谈判，以

便最后在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2011 年 10 月的会议上得以通过。如果顺利通过，

《准则》将提供一整套各方公认的标准，来指导各国政府的行动。 

5.2.2 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 

世界银行、粮农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农发基金已经为大型农地投资者制定

了七条“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包括确保“承认和尊重现有土地及相关自然资源

权利”和“投资项目不对粮食安全造成破坏，反而加强粮食安全”。 

一些民间社团组织批评说，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过于软弱，而且对于投资者来说是

自愿性的。如果得以通过，这些原则将成为一套自愿准则，其监测和监督机制都尚

不明确。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已开始就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进行磋商，征求各利益

相关方的具体意见。其目的是确认哪些类型的农业及土地投资能最有效地解决中等

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中的粮食安全问题。 

5.2.3 以行业为基础的圆桌会议及认证计划 

目前，越来越多的多利益相关方举措都在致力于推动商品与产品的环境和社会

标准及认证计划，例如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可持续生物燃料圆桌会议、森林管

理委员会和负责任大豆生产圆桌会议。据估计，认证计划已经覆盖了全球相关各部

门供应量的约 10%，这些部门包括木材、茶叶、咖啡、可可和香蕉。然而，对于一

些较新兴的圆桌会议，比例就较低。例如，估计只有约 4%的棕榈油是经过认证的

(Deininger 等 2011)。 

圆桌会议举措让参与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各大公司以及消费者团体、非政府组

织和银行携手合作。其目的是制定出确保生产能满足环境和社会需求的一些原则，

并加以实施和监督。为了确保可信度，通常采用认证和独立审计的做法。其重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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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确保购买商品的消费者能为当地生计和环境带来益处。然而，由于这些原则属于

自愿性，而且覆盖范围有限，它们只能成为确保产业化农业产生更好的环境及社会

影响的又一项次要工具。 

5.3   国家政策及行政文书 

各国政府在管理土地及农业外来投资和就此进行谈判的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

要制定各项条件来确保当地土地使用人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政策和法规的框

架和有效性就显得非常重要，对于执行此类合约也很重要。土地是很多低收入和中

等收入国家大部分人口的生计基础。因此，将土地划拨给外国（和国内）投资者的

决策将会影响到大批民众以及子孙后代。但多数受影响的人都几乎没有机会发表自

己的意见。因此迫切需要在投资所在国中开展广泛的讨论，让农村人口及他们的代

表性组织得以参加。各国政府应设立必要机构来负责组织这一磋商和前景规划过

程，以便最终制定出像印度那样的《粮食安全法》（Government of India, 2011）。

民间社团能起到监督作用，确保各方能对农业持续保持兴趣，确保土地运作能促进

广泛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确保透明度。 

5.3.1 土地政策及财产权 

各方关心的一个与国际土地投资相关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当地农民对投资者要

征用土地拥有的权利不够明确，甚至没有明确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他们（或他们的

代表）缺乏谈判的起点。要想加强当地土地权利，可采用的关键措施如下： 

• 无论是否已经登记，政府都应承认当地（习惯）权利（如莫桑比克 1997 年

《土地法》和坦桑尼亚 1999 年的《土地法案》的规定）； 

• 实行低收费的权利登记制度，从而加快土地登记的覆盖速度（如埃塞俄比

亚）； 

• 将土地管理职责下放到当地政府，并建立问责机制（如坦桑尼亚 1999 年的

《村土地法案》和塞内加尔的做法）； 

• 要求进行当地磋商（如莫桑比克的做法或坦桑尼亚《土地法案》的规定），

或实行“自由事先知情同意”的做法； 

• 对公共资源实施共同管理或共同拥有（如萨赫勒地区的地方会议，负责管理

牧场及林地）。 

很多政府都急切想要更新自己的土地权属法规和政策，以明晰和保障土地及自

然资源权利，鼓励人民对土地投资，并为国际投资者利用本国自然资源设定条件。

过去 10 到 15 年间，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多数政府都对法规进行了改革，并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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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权利认定和登记计划，首先从城市土地着手，随后推广至高价值的农村土地。

这些土地权利一旦得以登记，也能成为扩大土地税收覆盖面的基础。 

越南等国的经验表明，全面土地改革和确认小农的土地权利能够产生积极的结

果。被称为“Doi Moi”的改革在放开农产品市场的同时保证土地从集体手中分配到

农民手中。这大大促进了农业增长，促使农民对多种作物及活动进行了集约化和多

样化。以往一直被忽视的妇女权利目前已经被纳入土地证。虽然在环境管理的改善

方面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但经验表明，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能起到促进粮食生

产的作用（Kirk 和 Tuan 2009）。2006 年在巴西举行的土地改革及农村发展国际会

议就提出了一些证据及原则，为土地权属及权利管理方面的改革提供指导。 

非洲联盟、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开发银行开展的“土地政策举措”已

经为各国政府迎接土地相关的挑战设计了指导方针，并鼓励成员国分享成功经验。

但很多国家的行政管理基础仍很薄弱，土地权利的相关资料档案非常有限。各国政

府还经常简单地认定所有资源背后的所有权为国家所有，并受全体公民之托负责管

理和拥有这些资源。这就使得几百万小农很容易遭受财产被剥夺的命运。 

5.3.2 环境及社会影响评估 

环境及社会影响评估（ESIAs）的目的是确保决策者在批准或否决项目的时候

能考虑宽泛的社会及环境影响。环境及社会影响评估要求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考虑

环境及社会价值，并参照针对项目建议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所做的具体研究成果及

公众意见，为自己的决策提供依据。 

各国的国家环境法规可能对环境及社会影响评估提出要求。此外，一些信贷机

构，如多边开发银行和签署了“赤道原则”13的机构，也对拟议中的项目提出了环

境及社会影响评估的要求。然而，环境及社会影响评估也有一些局限，如评估范围

有多大，评估覆盖的时间段有多长，谁的利益最重要。例如，一个水坝项目的环境

及社会影响评估是否应该考虑对下游造成的各种影响，尽管下游属于另一个州的管

辖范围？同样，评估后还必须确保采取具体行动，确保减轻影响，而不能因为成本

太大而放弃能减轻影响的措施。现实中，很多人都怀疑，如果政府真的希望启动项

目，即便环境及社会影响评估的结果不理想，项目照样不会停止，因为往往有很多

相关利益方都在不计成本推动投资。 

                                                      
13  “赤道原则”是一种信贷风险管理框架，用以确定、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过程中的环境及社会风险。项目融资是

一种常见的工具，用来为大型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的开发和建设提供资金。“赤道原则”由各金融机构自愿采纳，

适用于总资本超过 1 千万美元的项目。“赤道原则”的主要目的是制定一个尽职调查的最低标准，为负责任的风险

决策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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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税收及补贴 

农业税收及补贴非常复杂多变，可用来鼓励或阻碍某种类型的农业生产。例

如，为了打击投机，提高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可对闲置土地征税。然而，专家指

出，“这样的税收具有主观性，难以实施”，因为土地所有人可以在土地进行一些

简单的作业，声称土地并非闲置（Norton, 2003）。另一种方案就是对所有农地征

税，但面积低于规定尺寸的地块可以免税。针对面积超过规定尺寸的地块征收适当

较高的税收有利于鼓励提高生产力，鼓励土地所有人出售或出租那些无法给自己带

来多少收入的土地（Norton, 2003）。 

19 世纪以来，有一种较强的观点认为，应该对土地价值征税，因为它是一种利

用自然资源创造公共收入的手段（MAEE 2010）。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土地税一直

只针对城市土地，因为城市土地更具价值，往往也经过正式登记。城市土地税通常

是资产总值的一定比例，是市政府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农业土地税往往比城市土

地税低很多，这可能是因为既得利益阶层对政府施加了政治压力，还因为在土地几

乎全部未经登记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征税。由于政府鼓励投资，因此对资本投入物

和设备所征收的税往往很低，或根本不存在，而这恰恰有利于资本密集型农业经营。 

要在农业部门征税也是件难事，除非就农场输出的商品量征税。这方面，政府

长久以来一直有对农产品征税的传统，如对棉花、可可和咖啡等很多热带农产品征

收出口税。但此类针对农产品，而不是针对土地的税种，会打击对农业生产的投资

积极性。小农很难摆脱此类税收，因为这些税收往往与国家销售委员会挂钩，也和

投入物预付信贷的偿还挂钩。大公司则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它们可以在垂直供应

链中通过定价将自己的税收负担转移出去。 

农业补贴相比税收更为常见，它也是欧盟和美国农场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农

民很多情况下都是按照补贴方式来决定某一年种植何种作物和如何使用土地的。补

贴会推高土地价格，因为未来的补贴收入也被纳入到土地价值中。如果土地因为提

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而获得可观的补贴资金，如“减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导致的

温室气体排放计划”（REDD）中林地可获得的收入，那么相关土地的价值和吸引

力就会提升，价格也就出现上升。在乌拉圭，林业的补贴和免税待遇已使林地面积

从 1990 年的 7 万公顷大幅攀升至 2010 年的 97 万公顷（DIEA 2010）。 

巴西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负利率下的低息贷款是如何推动大型农场主采纳机械

化生产方式，从而将农业增长促进小农生产和就业的作用降到了最低（Deininger 等

2011）。目前，一些政府正在实施免税期，以吸引外来投资。这些好处，加上对资

本投入物实施的免税，将吸引投资者选择资本密集型生产体系。因此，如果政府想

要通过土地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实现更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就必须根据这种情

况重新设计自己的税收及补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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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 议 

以下提出的行动必须认识到，粮食安全是终极目标，各项措施都必须解决土地

使用人/占有人、政府和大型商业企业权力之间存在的明显不对称现象。围绕国际土

地投资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更有效地执行现有政策与法规得以

解决。然而，目前存在的治理、机构及激励机制薄弱问题意味着无法实现“三

赢”，除非能更加注重地方土地使用人和投资所在国政府的能力。同样，由于很多

问题十分复杂并相互关联，政策建议也应该按照不同部门、层面和参与方有所差别

化。鉴于未来国际（及国内）投资给土地带来的压力很可能会增加，因此必须在与

政府和投资者的谈判中更好地平衡弱势群体的权益。 

投资所在国政府 

1. 今天做出的决策会对今后几十年很多人的生计及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影响。关于

大型征地行动的很多讨论都趋向于两级分化，而不是在寻求可能存在的共同立

场。这些投资活动直接影响到的人们必须有发言权。要在投资所在国就农业发

展和土地利用规划开展大范围辩论。各国政府应该首先发起此项辩论，农村贫

困人口（小农、土著人民、牧民、无地劳动者、林区居民、农村妇女等）必须

成为辩论的主力军，而来自自主民间社会的不断监督有助于保持公众对农业相

关工作的兴趣，以实现广义的可持续发展。各国政府应设立适当机构来负责组

织这项磋商和远景规划工作。政府必须制定明确、透明、公平、便捷的土地政

策，推动透明转让、公平获得、便于管理的登记与地契制度和公开透明的继承

权。 

2. 投资所在国必须认识到，本国公民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及自然资源具有

“自由事先知情同意”的权利。各国政府必须加强和确保几百万目前资源权属

尚不明确的土地使用人的土地权利。这些人包括小农、牧民、轮垦者、渔民、

土著人民和林区居民。要特别关注确保妇女、少数民族和土著人民获得和行驶

权利。由于情况多样，因此在处理土地权属时必须采取多样化方式。各国政府

应在家庭和社区层面引入具有前景的低成本、下放式权利登记和管理制度。其

中必须包括公共资源，这对于很多低收入国家中的持续性农作、放牧及土著生

计混合系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大型土地投资步伐在不断加快，而且很多政府

行政部门的能力有限，社区权利登记对于生计保护和确保相关粮食安全的过程

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土地掌控和土地所有方面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下，应该实行

土地重新分配政策（如土地改革、土地返还）。在非洲，各国政府应遵循非洲

联盟的“土地政策准则”，该准则旨在通过加强小农的土地权利、改善妇女获

得土地的机会和消除土地交易障碍等措施，来改革农业发展方式。要在国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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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层面建立上诉及赔偿制度，包括针对人权及环境的相关制度。还需要建立

强有力的环境及社会影响评估流程。对务农妇女的影响需要特别关注，因为妇

女能得到哪怕是一小块土地，都有利于加强家庭粮食和营养安全。 

3. 各国政府应遵循农业生态原理（参见附件），优先重视对小农场部门和替代性

粮食生产系统的投资，因为它们既具备包容性，又具备环境可持续性。大型土

地投资项目已经展开的地方，想要促进投资的政府应该鼓励能与当地农民合作

并创造就业机会的商业模式，而不是单纯购地的商业模式。由于在农业投资谈

判中往往存在严重的专业能力不对称现象，因此有必要为政府及当地社区提供

法律、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指导建议。其中一个方案是由粮农组织土地权属处提

供法律建议。还需要为投资建议书的严格审核提供支持。必须建立严格的制

度，把遵守投资计划及现有土地政策作为租地的前提。投资合同中应该保证有

一项条款，规定一旦投资者违反已定条款，或未能提供充分补偿，政府有权

（代表当地社区）终止租赁协议或合同。 

支持农民的声音和民间社团 

4. 要加大支持力度，通过农民自己的组织来提高农民的代表性，重点关注小农、

无地劳动者、妇女、土著人民和少数民族、牧民和林区居民等农村贫困人口的

社会运动。也应该为支持农村贫困人口直接成为代表的其它民间社团组织提供

所需的制度空间。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运动组织和相关的民间社团组织应该在

国家和国际决策过程中得到更多的政治权重。这些组织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均需

要得到支持，以确保对国家和国际进程实施有效监督和问责。 

改良公司的做法 

5. 投资者和商业企业都有尊重人权的法律责任，必须严守职责，避免在自身影响

范围内侵害人权。投资企业有责任提供充分的非司法补救手段，包括为人权侵

害事件的受害人提供有效的申诉机制。各国有责任确保人权不受辖区内各方的

侵害，并对商业企业进行相应监管，还应该为投资者造成的人权侵害事件提供

有效的司法补救手段。支持在他国投资的商业企业所属国及投资国必须依照相

关国际及区域人权规范及标准，确保自己的行为尊重和保护投资所在国的人

权。 

6. 各国应在启动任何可能会影响到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计划、项目和措施前，与当

地社区进行有诚意的磋商，因为这些资源对当地社区的生计、社会及文化活动

非常重要。这些磋商活动的程序应该遵循“自由事先知情同意”的原则与相关

标准，还应遵循当地社区的习惯性规则和决策过程。这些程序应有利于所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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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人们能参与磋商，特别要确保妇女和年轻人的参与。磋商必须遵循公认

标准，在独立观察员的监督下，在有利于建设性对话的信任气氛中进行。 

捐赠国政府 

7. 捐赠国应该更有效地协调自己在促进农业投资方面的双边和多边行动，为当地

农民带来积极成果。例如，有些捐赠国认为，提高小农农业的生产力和市场准

入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关键，而多边贷款方却一直在推动外来投资并为之提

供融资，包括大型征地行动。捐赠国还应该确保履行 8 国集团和 20 国集团在

过去两年中提出的要提高对农业的资金支持的承诺。这里面应该包括对公共基

础设施和政策制定的支持，以便为小农农业创建有利环境，因为证据表明，小

农完全可以成为全球市场上一支活跃、有竞争力的力量，而且小农场的发展是

可行和有利于减贫的。 

8. 需要获得国际支持，以大幅提高用于农业科研和开发工作的公共资金，把重点

放在农业生态措施上。想要采用地球所能承受、能克服气候变化的影响和能将

土地利用变成净碳汇的方法，在 2050 年满足 90 亿人口的粮食需求，我们还面

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减少耕地进一步扩张对森林及草地造成的破坏，要特别

注重缩小“产量差距”，尤其是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里，同时也不能忘记

不断加强对生态可持续性的关注。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强一系列关键技能方面的

能力。 

国际投资者的所属国 

9. 考虑到按照联合国人权体系中各条约组织的规定，国家有责任保护海外人权不

受来自本国领土的侵害，因此所属国政府有责任保证本国公司在运作中遵循人

权环境管理的最高标准。他们应该颁布法律，要求在海外经营的国民遵循国际

人权及环境标准，并设立机制，使投资所在国人民能就公司的行为进行问责。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10.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应要求各国政府每年汇报自身为了将国际（和国内）投资

与粮食安全问题挂钩而采取的措施，包括那些防止投机对土地造成压力的措

施，如按照已定投资计划为租赁合同设置条件的措施。 

11. 由于生物燃料的扩大生产在加快土地投资中起着重要作用，世界粮食安全委员

会应要求各国政府取消以粮食为原料的燃料生产指标，并取消生物燃料生产及

加工方面的补贴及关税。 

12. 由于很多交易和投资活动新近才刚刚发生，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土地投资

潮’不太可能放慢速度”的预测（Deiniger 等, 2011），粮食安全委员会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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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其《土地、渔业及森林资源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后，努力在粮农组织内

部设立一个土地权属和“食物权”监测点，以监督土地获得过程和《自愿准

则》的实施情况，确保投资能在所在社区及国家中起到减轻饥饿和贫困的作

用。 

13.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应鼓励对区域进程提供进一步支持，包括非洲联盟的“土

地政策计划”，将这些区域进程与国家政策改革联系起来（如泛非议会和非洲

人权法庭）。 

14. 在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领导的、就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进行的 12 个月的磋商

过程中，还应注意通过哪些手段能使投资最有效地促进粮食安全，尤其在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并让所有各方都得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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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 1：农业生态基本原理 

很多过程都会对作物生产带来影响，但有些过程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包

括那些能帮助植株更有效、更均衡地利用辐射、水及养分来促进作物生长的过程

（Monteith, 1990; Sinclair, 1990），那些有利于水土平衡的过程和那些会影响土壤

肥力的过程。“最佳生长条件“是指能使作物获得生长所需的所有水及养分，并免

遭病虫害和杂草破坏的农业生态条件。我们将侧重于初级植物生产，因为它还决定

着下一级的畜牧生产。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过程是将太阳能转化成地球上的生命所需的有机（植物）化合物的主

要过程。生长在良好条件下的植物能将最高达到 2.5%的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光转化

成生物质（Spedding, 1988）。由于作物生长通常受到水和养分供应量的限制，还要

遭受病虫害及杂草的侵害，总体辐射利用率要大大低于这一水平。热带地区的能量

捕获率最高，适合全年耕作。温带地区的生长季节有 5-6 个月，能量捕获率只有一

半。耕作中直接利用的能量（如拖拉机）或间接利用的能量（如化肥）又进一步降

低了能量净捕获率，使之最高只能达到 1%，甚至几乎为零。 

水 

植物将剩余 97.5%的太阳光能量用于蒸腾。即便在最佳管理条件下，植物每生

产 1 公斤生物质也需要 250-300 升水（Monteith, 1990）。在世界上作物生物总量

中，粮食占到了一半。每生产 1 公斤粮食，至少需要蒸腾 500-600 升水。现实中，

蒸腾加上蒸发，即从土壤中直接流失的非生产性水，意味着每生产 1 公斤谷物，其

所需水量从每公顷谷物产量超过 6 吨时的至少 800 升到每公顷产量低于 1 吨时的

4000 多升不等。每生产 1 公斤粮食的全球平均用水量为 1300 升（Rockström, 

2003）。 

养分 

养分对于植株生产蛋白质、脂肪和其他化合物以及植株的生长都十分关键

（Bindraban, 1999）。养分不足会影响植株的生长。在自然条件下，土壤储备能够

提供氮。然而，养分会由于耕作活动而耗尽，导致土壤退化，除非能充分得到补充

（Stoorvogel 等, 1993）。豆科植物能和细菌合作起到固氮作用。在最佳生长条件

下，即水及养分（主要是磷）充足时，固氮量能达到每公顷每日 1-3 公斤（Giller, 

2001）。如果土壤缺少磷和钾，就需要施用用矿产资源生产出来的化肥。已经有人

表示担心是否有充足的磷来支持未来的粮食生产（Smit 等, 2010; van Kauwenbe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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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另外，还发现土壤中微量养分的缺失也在影响作物生产，必须得到补充

（PE&RC, 2011）。 

病虫害及杂草 

作物遭受病虫害将导致减产，产品质量下降，甚至颗粒无收。病虫害对作物生

长的影响各不相同，有些是对生化过程的影响，有些会导致生物质物理性减少，或

者简单地导致对阳光或水分等自然资源的竞争。这些阻碍生长的因素会大幅降低植

株对土地、水、阳光和养分等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 

优化农业生态生产系统 

这些基本农业生态过程表明，“多数生产资源在资源赋权条件得到改善后都能

得到更高效的利用”（De Wit, 1992）。换句话说，水、肥料和/或混合肥料同时使

用能产生协力效应，在得到充足的水分和/或病虫害保护的情况下，作物就能更高效

地利用养分。 

 

插文 3：养分要求 

惰性氮（N2）在空气中非常充足。但要想将其转换成“活性”氮（NOx, 

NHx），则需要较多能量。在自然条件下，光照和植物共生细菌（主要是豆科作

物）都会转化氮。在一季豆科作物和两季谷物作物轮作的情况下，每年每公顷最大

固氮量为 200-300 公斤氮，每公顷的年产量最高可达 2-2.5 吨（按谷物当量计算；

WRR, 1995）。每吨粮食的含氮量约为 15-20 公斤（从土壤中摄取，并需重新补

充）。但实际上，产量可能达不到这一水平，因为豆科作物的生长条件不一定达到

最佳状态。因此，拒绝使用氮肥的有机农业就必须用更多的土地才能生产出和大量

使用肥料的农业体系等量的粮食。哈伯-波希制氨法（Haber-Bosch process）能将氮

工业化转换成化肥中使用的活性氮。这样每季每公顷产量就能提高 5-10 吨，而如果

化肥使用得当的话，还能将其对环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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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4：农业生态中的互动关系 

（图示试验由 P.S. Bindraban 提供） 

由于各生产因素之间存在紧密的互动
关系，因此采取综合农业生态方式是至关重
要的。植株 1（自左到右）生长在未使用任
何肥料、缺水的较差条件下，十分矮小。原
本预期添加水分会改善其生长状况，但实际
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土壤肥力低下严重抑制
着植株的生长（植株 2）。添加肥料，但不
添加水分的确能促进生长，这表明肥料的添
加消除了最大的生产抑制因素（即养分）
（植株 3）。同时，植株 3 表明，和植株 1

相比，施肥后等量的水能得到更有效的利
用。而同时添加养分及水则能将植株生长情
况提高到一定水平，此时这两种抑制因素已
经不再存在，但其他因素，如辐射，则会对
生长水平设置一个高限（植株 4）。 

（译者注：Model Plants=植物样本; Prem Bindraban Wageningen-UR=瓦格宁根大学） 
 

此外，在适当位置（如靠近根部）和适当时间（如作物生长最快时段）使用适

量和适当配比的投入物也会达到最佳资源使用效果。先进技术能通过综合养分管

理、综合病虫害管理和综合作物管理等措施，优化投入物的利用效率。这些综合措

施能使高产农作体系最大程度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而同时又能限制对环境的影响

（如，Glendining 等, 2009）。投入物使用过量，如过量使用肥料，会导致土地退

化，使本来已经面临贫困的人们快速跌入贫困的深渊。 

技术创新，包括先进的育种技术及常规育种技术和信息传播技术，对于优化利

用自然资源都非常重要。但技术创新在设计时必须做到因地制宜，在使用时必须首

先创造有利条件，才能让技术发挥作用。综合性方式能减少对土地及其他资源的利

用，应该得到进一步开发。在提高产量的同时避免破坏环境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

情可做（如 Bindraban 和 Rabbinge, 2011），但产量提升的速度将是缓慢的，因为资

源量正在不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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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 5：优化投入物的使用 
 
 造成不良后果的原因是投入物

使用不当，而不是投入物本身。如
果缺少投入物（如图左所示的做法
I），土壤中的养分就会被耗竭，导
致土壤退化及土壤贫瘠。如果使用
（过于）廉价的肥料，就容易因为
想要减轻风险而导致用量过度（如
图右垂直线所示的做法 II）（其代
价是破坏环境）。例如，大雨会使
肥料流失，导致土壤中肥料养分减
少，但不会降低产量。最理想的生
态使用法既能实现高产，又能最大
程度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译者注：Mining=养分耗竭, Yield=产量, Yield risk=产量风险, Actual practice I=实际做法 I, 

Ecological optimum=生态优化, Actual practice II=实际做法 II,  

Fertilizer application=肥料的施用, Excess use=过量） 
 
 
图 3：为提高粮食产量采用的不同途径 

 

资料来源：Bindraban 等（2009），数据来自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2007-2011）。
由小点组成的箭头表示理想的增产战略，能最大程度减低对开垦更多土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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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原则、土地利用和雨育农业生产潜力 

Conijn（2011b）已经将生产生态原则用于研究雨育农业和其它优化农业条件下

世界现有农地的总粮食产量（来自 Erb 等, 2007 及 Monfreda 等, 2008）。图 4 显示，

每年能种植两到三季作物（全年均可种植）且水资源充沛的热带地区仍有巨大的生

产潜力。但这些地区都位于林地中或邻近林地。温带地区或降雨量较少地区往往生

产单季作物，潜力较低。 

要想扩大农田面积，就必须牺牲自然土地。通过提高每公顷产量可以大大减低

对土地的需求。Conijndeng（2011b）按照农业生态综合法计算出了不同地区雨育粮

食生产系统的潜力，用粮食当量来表示（参见 WRR, 1995; Bindrabandeng，

2010）。另外还列出了可以实现这一潜力的目前各类土地利用类型（参见图 5）。 

 

图 4：根据计算结果得出的玉米或小麦雨育产量潜力图 

 
资料来源：Conijndeng（2011a, b）。计算结果以每年每公顷粮食干物质吨数表示，
复种周期累计计算，耕地情况用 5x5 min. 栅格表示。灰色区域不适合作物耕作，或
未用作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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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世界各地雨育粮食产量潜力（玉米或小麦）及实现这一潜力的目前土地利用类
型 
 

 
 
资料来源：Conjin 等（2011b）。土地利用分布情况摘自 Erb 等（2007）。 
 
（译者注：forest=“森林”，grassland=“草地”，cropland=“耕地”， 

Million tons grains=百万吨粮食, Africa=非洲; C&SAmerica=中南美, NAmerica=北美, 

Europe=欧洲, SE Asia=东南亚, FarEast=近东, N&MAsia=北亚及中亚,  

Aus&NZ=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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